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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南雄 (Peter Nan-shong Lee) 為國立台灣大學法律系學士(1959年9月至1963年6月)，美國印第安那大學政府系碩士(1966年9月到1968年6月)，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1968年10月至1975年11月)。曾任香港中文大學公共行政系教授（1976年至2000年）, 並兼系主任（1986-1992）。李南雄曾擔任國立中正大學政治研究所創所所長，並任教授（1993）。又於2000-2005擔任國立中正大學政治系教授，並兼任系主任（2002-2005）。

李教授學術專長為中國研究、公共組織與管理、組織理論與行為、公共政策、比較政治、人事行政與社會科學的哲學。他在中文、日文、英文乃至於韓文的中國研究圈中，都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響。
李教授為戰後早期台灣民主運動前輩李萬居先生的次子。李萬居 （1901-1966）是台灣省雲林縣口湖鄉梧北村人。李萬居於1920年代赴上海求學，並轉赴法國巴黎大學攻讀社會學，學成之後到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館擔任編譯。中日戰爭期間在國民政府「國際問題研究所」工作，任職少將，為國府蒐集并研判日本的情報資料，著有貢獻。戰後成為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前進指揮所赴台接收工作的人員之一。1946年後，歷任台灣省參議會議員、副議長、制憲國大代表、臨時省議會議員、第一屆台灣省議會議員，並連任三屆省議員直到1966去世為止。1947年10月李萬居創辦 《公論報》，批評時政，1960年參與籌組「中國民主黨」，他與雷震、高玉樹等三人，擔任發言人，並肩作戰，首開戰後台灣民主運動先聲。雷震案的事件中，《公論報》公開報導、評論該案，李本人要求當局釋放雷震，奔走營救，為民主運動努力奮鬥，不遺餘力。
萬居仙

 (問：談談您的父親。)

談到我的父親，從知識份子的立場來說，我目前最關注的是如何能夠保存那些歷史真相，留給下一代作參考借鑑。目前有關我父親的傳記最少已經有三、四部。作為一位台灣近代歷史上人物，我父親具有傳奇色彩，不乏英雄浪漫的故事，對年輕讀者們有勵志作用，頗有可讀性。目前由於不少歷史資料的整理和開放，已經有若干碩士、博士的論文研究巳經著手進行，也有一些業己完成，據知尚有在不同專業領域中有關他的研究，仍在進行之中。
 (問：您的父親李萬居先生，中國情感似乎頗重；雖然當時不少台灣人都曾經到中國大陸求學，甚至之後也曾到西方國家去唸書，但是有些最後選擇推動台灣獨立，但您的父親的選擇則與此不同，是什麼原因呢？)
這可能和我父親他自己個人的經歷有關，也是台灣人民反抗日本殖民地主義的壓迫的共同歷史經驗。他到上海的時候，他的老師章太炎（也就是章炳麟），勸他去日本唸軍事，但是他說日本是對台灣實施殖民地的統治，壓迫台灣人民，為什麼要去日本？所以他去法國留學，去尋找台灣與中國的出路。
我父親早年九歲時喪父，在他十八歲那年的時候，先祖母因日吏相逼，繳納不起稅金，被迫自殺，鄉里有人說我的祖母是比較剛烈，其實是見仁見智，但是日本殖民統治者是壓迫臺灣人民應是屬實。另一個原因是因為他的一個堂弟，名叫李捆，因為疑似流行腦膜炎被日本人防疫隔離，家父親自去看他幾日，也遭到隔離四幾個月，當時他對日人執法粗暴嚴苛深感氣憤。家父認為在這個殖民政權的壓迫之下，台灣沒有希望，因而他立志要尋找一個台灣解放的道路。我姑媽在世之時談到此事：當時我父親對她說，他要救台灣，要救四百萬台灣人，我姑媽就說「你不如先救你自己吧！再來想想如何救台灣人！」。家父在世時親口告訴家母和我：少年的他曾多次徘徊海灘，並西望大海，滿面淚水， 記得我唸高中時，作文課上當曾一以「我的父親」記述這段插曲，不經意的留在書桌上，後家母告知，家父閱後又痛哭一回。為了尋求拯救台灣的靈方，家父毅然走出貧困的口湖鄉梧北村，遠赴上海唸書。其後去法國勤工儉讀，因而深受歐洲的思潮浸染、加深民主、自由和公共空間的信念和渴望。離開台灣初期在上海求學時，他深受梁啟超的感染，所以巳經早有開放自由傾向。作為讀書人，他當時沒有什麼技能，只好排字當工人，以補學費與日用，年輕學生生活拮据，地位卑微，頗為羨慕在上海的那些作記者、做編輯的人士，這是他與新聞事業首次結緣，因此一直以辦報、辦雜誌作為終身期許。後來到法國巴黎，也還是跟青年黨在一起。他是個大塊頭，因為農村子弟，身強體壯，青年黨開會的時候他就幫忙看住門。他那個時候年輕，又是「勤工儉讀」來的，對青年黨的人來說也是後輩。
 (問：他那個時候也就是廿出頭歲，就跑去上海、去巴黎，很勇敢啊。)
他也不適應啦。一個農村子弟，怎麼適應都市的生活？(不過)那個時候的社會，也是很激盪的狀況。

 (問：那個時候日本不是進入大正民主的時代，相對比較緩和一點？)
他來自台灣雲林縣口湖鄉梧北村，是一個窮困僻遠的個地方，其實那個時候雲嘉南是屬於同一個管轄區。在他九歲喪父之後，無以為生，擔著花生或食鹽等東西，陪媽媽到北港市街去販賣，要走路走十二個小時，我祖母身體也不好。他十幾歲的少年，體力上難以承受，很是辛苦，眼淚往肚裡直流。因為他成長的過程之中，面對的是一個破碎的困境，父親早逝，母親又在非正常狀況下過世。什麼都破碎了，少年的他要怎樣肯定自己呢？他有一種認同的危機。所以他在自我性格塑造經驗裡，他選擇超越破碎，勇於追求理想，在所不惜不計代價。最近我讀到哲學家、神學家盧雲 (Henri J.M . Noven) 的書，他談到人們有時在破碎的情境，反倒看到人生的燦爛光彩，這看法對我瞭解我父親的一生有莫大幫助。
 (問：所以一般想的，那時去上海的都比較有錢，但您的父親不是那樣的狀況？)

他背井離鄉，身無長物，困窘可知。當時他因少年喪父，家道中落，但是還有一個藥舖，一個魚池，不算是赤貧，但是家裡沒有勞動力了，沒有辦法經營。我父親只有一個姊姊。他離開家鄉的時候，散盡身邊僅有的一切「身外之物」，什麼都不要了。不過他承繼了祖父的「文化資產」，我祖父教過漢文，開過中藥鋪，地方鄉間也有一些往來的人脈關係。我父親自幼聰穎好學，十七歲時巳在村裡調天府開設私塾講授漢學。及長在鄉間的公學校日文也讀得不錯，頗受校長的看重。另據我所知，父親在上海和巴黎期間還曾得到鄉間族人的資助，得到族人李西端先生恩惠最多。
 (問：後來他對中國的理解也破碎嗎？)
那倒沒有。從中國近代史來看，那時候的中國遭受列強壓迫，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巳經早巳支離破碎，但是他對中國的寄望並沒有破碎，他的選擇是其時弱小落後的中國。他為要救臺灣所以要救中國，並不是因為當時中國強大現代化，反而是因為中國的弱小落後，而不「棄嫌」祖國 (按：閩南話的說法)。在這歷史時刻，「識時務者」不乏其人，依附強大又摩登如當時的日本帝國者不在少數，但我父親卻非如此。舉例而言，1944年日軍進襲桂林，企圖切斷中國對外連絡，父親避難於湘桂旅途中，見證大批難民夫妻兒女舉家逃難的種種悲慘情景，「妻挑鍋碗夫挑兒」有之，「萬里西行背老親」亦有之，因此有感而發，他寫了一首詩寄情。那詩題名為「日本進犯桂林違難湘桂途中雜詠」，他以危難之中仍然不嫌棄年邁柔弱的老母親的孝子自況。他將這種對於至親的孝順的真情轉移到對國家的效忠，在中國弱小落後之時不言嫌棄，在中國危難中不放棄認同。（被訪者補註：該詩出處可見楊錦麟著《李萬居評傳》（1993），頁88-89：原詩有兩則，其一：妻挑鍋碗夫挑兒，行乞街頭為止饑。千里行來疲憊甚，那堪風雨又相欺。其二：萬里西行背老親，貧窮益發見情真，流亡自古難艱甚，忠孝而今尚有人。先父在世時言及杜甫是他的最愛，杜甫的況味於此詩可見。）
 (問：到去世都還是這樣的信念？)
這個感覺很強，對中國的認同並末因戰後時空的轉變而改變。說到這裡，我母親是湖南長沙人，我父親對母親感情至深，年青追求時期有「平生最愛湘山水，魂斷秋聲正雨餘」的詩句為証，這是他對中國的感覺比較貼近的另一原因。此外，由於他自幼在漢文傳統中成長，自然會認同文化中國。（被訪者補注：家父對於中共當局的保留應該是基於他對民主、自由、人權和法治的信念，正如對待解嚴之前的國民黨一樣。這應該與他的中國認同屬於不同層次的問題）。
 (問：三七五減租的時候，你們家也沒有受害，所以也沒有地主對國民政府的埋怨？)

沒有。我們家那來的地呢？剛才說過因為我父親青少年那段成長的特殊經驗，他從小立大志，要拯救四百萬台灣人民，追求台灣的解放，才會拋棄了一切，命都不要了，錢財土地自然不在他算計之內。他一生不貪不取，對錢財看得很淡。
 (問：在整個中國大陸官員裡面，您的父親受誰的知遇？)
那個時候在抗日的情境下，當然那個時候大家都擁護蔣委員長，但是家父與蔣先生從來沒直接工作關係。戰後台灣光復，他回臺參加文化、出版與傳媒事業接收工作，當時屬於長官公署下來的整個團隊的一份子，公務上服從長官，自不在話下。
 (問：雖然有很強的中國情感，但您的父親在官場上好像也受到打壓很厲害？)
在戰後的臺灣，我父親因為後來參與早期民主運動在政治上遭受打壓，而不是在接收時期「官場上的打壓」。在早年接收時期的臺灣，我父親在新生報服務，雖然屬於公營機構，但非嚴格定義上的「官場」。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之後，我父親想是由於「配合度」不夠，被架空疏遠，但是算不上「打壓」。在他離開新生報以後，開辦公論報，在報紙上和議壇上鼓吹民主、自由、人權和法治，以致遭致到政治上的打壓，但是不屬於「官場」。
在臺灣光復初期，家父參與接收文化、報業和傳媒的工作，受到長官的器重賞識，工作關係是良好的。其時來臺的接收團隊又與後來撤退到臺的國民黨機構、組織和成員有所不同。在臺灣接收時期，中央當局授與陳儀相當大的自主權，賦予他全權組織他的接收團隊。從現有資料來看，蔣先生似乎要讓陳儀放手以「用人唯才」的原則去選拔最適任、最有能力的人選，也特意要讓這個團隊與國民黨的當時派系分割，不與當時國民黨內部各山頭掛上勾，其用心良苦不在話下。因此也有學者認為當時來台接收的團隊，可能是當時在可能的範圍內可以找到素質最高、條件最好的一個團隊。又因剛剛抗戰結束，仍然保持各黨派團結一致、不分彼此的精神，因此並沒有後期打壓黨外異已的那種氣氛。
客觀地來分析，雖說這個接收團隊是國民政府裡可能找到的最佳團隊，與當時日本撤離的公務員隊伍比較未必更為專業，仍然是「比下有餘、比上不足」。其時臺灣巳經受過日本統治五十年，任何接收團隊在管治文化上未必與當地民眾社會相互適應。即使當局有良好的願望，在地的民眾的期望未必沒有落差，所以就有了二二八事件的悲劇。到共產黨收復香港時，就不派任何人員去直接管治香港，說不定就是受國民黨﹝接收台灣失敗經驗﹞的啟發。
我父親最後與國民黨當局格格不入，主要是因為政治理念不同。對蔣先生來說，〔我父親〕這個人在重慶參加抗日，又是老實人，學歷和資歷都不差，自然是可以用。此外，我看我父親志不在作官，並且個性也不適合作官。蔣先生一次曾接見家父，叫我父親「有空去和經國聊聊吧」，那剛好是蔣經國冒升的時候，想是當時蔣先生也知道家父與陳誠之間稍有不愉快〔被訪者按：因為報紙處理其時東北國共戰事的消息〕，我相信蔣先生是有誠意的。然後我母親是外省人（湖南長沙人），他參加蔣夫人的婦聯會，也有相當人脈關係。我父親有很多法國同學，像黃少谷等，他有不少關係網絡。看來家父並非沒有進入官場的機會，只是他並未做此嘗試，我母親在世時也曾說起此事。
 (問：您有一個哥哥李南輝。)
他大我五歲，現在跟我嫂嫂都在上海，他服伺我嫂嫂(笑)。他們本來都在台灣，也在美國長期居留，最後退休後到上海。最近兩岸關係打破以後，有很多台灣人在上海做生意，結果不少就在上海待下來。另外也有退休公務人員，或者文教界人士，其實各行各業人士都有，那社交圈子應該頗為有趣熱鬧。我嫂嫂喜歡上海那種大都會的生活，而且方便請傭人作飯菜(笑)，然後可以打牌和跳舞。嫂嫂也是來台灣的外省人（湖北人）。
 (問：您自己的夫人？)

我們都是鄰居，同一個小學、同一個大學的。我是台灣大學田徑隊的隊員，當年他總是跟我們田徑隊裡的同學們玩在一起。我是1940年，我太太小我一歲，1941年。
(問：法律上，您是香港人？)

對，因為我在香港出生。但是我在中華民國當過兵服完兵役，也上臺灣的學校完成大學教育，但是我早已「全球化」啦！用一個形象的比喻：我是香港製造、臺灣加工、美國包裝的，這情況有點像馬英九。為了解決我的認同危機，我倒十分同意光纖之父、前香港中文大學校長高錕所言：最後在那裡定居，就屬於那裡的人。高校長曾在港，英、美都定居過。
 (問：您有入美國籍嗎？)

我沒有入美國籍，不過有綠卡，正是謝長廷批評的那種人，哈哈。我的家人住在舊金山，家裡的人大部分都是支持民主黨的，但是也有支持共和黨和麥堅（McCain）的。中華民國憲法採用雙重國籍的原則，但是從事公職有一定限制。因此任何人有外籍參加競選或要就任公職，是否放棄雙重國籍，都應依法辦理， 最近在臺灣關於國籍的爭執，應是政治抄作居多，各主管人事的單位應該主動負責處理之。馬英九是唸法律的、謝長廷也是唸法律的，對於法律系的同學而言，這點應該是基本常識。
 (問：您自己就不走父親那一條路，就作學者？)
只是各人志趣不同吧！同時我覺得我自已不適合於政治圈裡的生活方式，譬如說，每天要應酬交際，支配不了自已的時間。我父親在世時，常常要出去喝酒宴請，自己不能夠掌握自已的生活。然後我出去留學是在1960年代雷震的案件之後，政治氣壓很高，也是我父親比較不開心的那一段時間，當時我對臺灣未來的感覺悲觀，因此出國留學，以四海為家，我常常引用孔夫子「道不行於國中，乘桴浮於海」的話自遣，於是破釜沉舟，了無牽掛，一心努力向學。我出國之時適逢喪父葬禮，其時家兄亦返臺奔喪，警備總部方面連絡人告知，對我兄弟出國不會為難。在七零年代保釣運動期間，我從來都是局外人，只是因為中國研究的專長偶而被邀請作報告，造成誤會，致被取消臺灣護照，我本人與家人都同遭騷擾。最後都歸因臺灣民主化之賜，我到1985年才應邀返臺講學，那已是離臺十八年之後的事啦！
文化領導權

(問：老師特別佩服的英雄、歷史人物？)
我不知何時失去我少年時期對於英雄崇拜的情懷。我曾經崇拜過拿破崙，我也很佩服並同情過漢朝的韓信和李陵。我後來發現歷史上的大將軍常被當作政治上犧牲品，再分析拿破崙，也發現他在政治上有盲點，在策略思維上也有其局限性。因此瞭解政治上運作的規律往往會支配歷史發展的方向，所謂「時勢造英雄」。此外，個人又比不上群體，通常群體較具有延續性和歷史作用，譬如說，作為一個政治群體，我覺得建立清朝的滿洲人在政治上表現不俗，他們是一個很小的部族，騎馬射箭了得，又懂得運用「文化領導權」。清朝皇帝的養成教育在中國歷史中是比較好的，不僅文武全才，又學好幾個語言，如蒙古文、滿文和漢文等，只就漢文而言，幾位滿族的皇帝比許多漢人的皇帝在漢文和文學造詣還有過之無不及。而且後來又懂得數學、物理和天文，用現代的語言來說，清代皇帝的「通識教育」是最成功。後來我在研究以外，閒時閱讀歷史，有時候對於傳統中國那些權力操盤者的故事讀得很投入，著迷入神的時候往往忘我。項羽說要把劉邦的爸爸拿來煮羹，劉邦說你分我一杯羹，在他那個位置、賭注那麼大的情況之下，他能那麼輕鬆幽默的應對過去，因此我也對現實政治中的利害、殘酷和賭注的輕重有一些體會感覺。我也開始試著可以體會到劉邦的太太呂后，為什麼那麼想殺韓信，你也比較能體會在他們那個狀態下的人的那個感覺，於是在反思之中反而笑我自己，覺得象牙塔裡的學者多麼不足，觀察現象完全缺乏現實感，研究問題根本抓不到要點，總是不痛不癢的。此外，我對於中國政治看法，多得到社會科學的知識營養，從比較角度研究問題，也留心看前蘇聯的歷史研究國家機器怎麼形成。
我往往傾向於從宏觀去瞭解在中國大型權力機器怎麼樣運作，研究它們的規律和後果影響。我用心凝聽資料如何講話，試圖看現象如何具体地呈現出來，盡量維持客觀中立的分析。看久了「資治通鑑」以後，我經常設身處境從操盤者的角度去看他們如何下一盤政治棋，有時摸擬當權者的角色，看如何打下江山，組建並治理一個超級大型國家。我借鑑韋伯和後韋伯的角度，著眼於比較大規模組織的起源形成、變遷發展及其後果影響，探討權威的科層組織如何出現？俸祿如何取代采邑？秦朝這個大型統治機器是怎麼來的？雖然韋伯是社會學家，但他很多研究跟政治有關連，包括領土性組織的形成、三個基本的模型(如魅力領導模型、傳統世襲模型和法律科層模型)，他試圖講的東西就是大規模的組織如何運作，頗適合解釋文藝復興之後，十六世紀以來歐洲五百多個小型政治實體（或君主國家）在競爭圖存的情況之下，如何到一戰之前演變成六十多個現代國家等。
 (問：老師年輕時有哪些書籍對您的影響比較大？)

最早應該是父親書架上梁啟超的著作，如「飲冰室合集」、「先秦政治思想史」等。先是借休閒之時拜讀「飲冰室合集」，還記得梁啟超民國初年宣揚義大利建國三雄之類英雄的故事。也看過「三國演義」最少三次，三國演義和正史有很多不同，不過演義就真的是演義，加油添醬。此外，尚拜讀不少名人傳記如拿破崙傳、林肯傳和清末太平軍石達開傳等。

看這些書主要都是上大學以後，由於當時時間比較多，每天上床前讀一段「資治通鑑」，逐章唸完全部。年輕的時候對勇猛的英雄人物都很佩服，如漢代韓信、李陵等將軍。但是後來對於中國歷史的體認加深，對於中國歷代將軍們頗為同情，因為他們在古代中國政治生治中經常都會遭殃。譬如說李陵也很慘，他家裡的女眷都給人賣作官妓，家產全部沒官。漢朝其實承襲秦制，嚴刑峻罰，這點我有深刻印象。所以看完這些以後，再看柏楊的大作對於中國歷史文化的批判觀點，頗有共嗚。我們大學的時候會接觸到錢穆的「國史大綱」，他強調中國歷史文化的正面，認為中國人愛和平，相信是反映一個特定時代的情緒，錢穆所代表的是抗日民族主義的歷史觀，但是實事求是看中國歷史，「資治通鑑」裡面從頭到尾講的中國人並不十分愛好和平，還是征戰和兼併居多。譬如說，清朝是極少數善用懷柔手段取得政權並統治天下的朝代，但其統治基礎仍然是使用武力。

 (問：清朝也曾發過好幾次大兵，去打新疆、打……)

清朝政權建設很注重如葛蘭西（Antonia Gramsci；曾任義大利共產黨總書記）所講的文化領導權 (hegemony)，所以像西藏現在選活佛達賴、班禪喇嘛，也是清朝立下來的規矩。除此之外，當時他們也重用不少漢人，只要信得過、很忠心的漢人就讓他們擔當重任高官。

 (中共現在基本就沒有文化領導權？)

從政權建設鞏固而言，他們最後要面對文化領導權的政治問題，現在尚看不出他們要怎麼樣有效地處理這問題的頭緒，因此平添其統治局面的不穩定因素。其實有部分中共領導人士早己預見其潛在政治危機，譬如說，鄧小平在1979年到1989年之間的論述，頗多涉及文化領導權。他一直很關心他們中共領導集團在文化上沒有掌握領導權，所以他要透過思想教育來鞏固一黨專政的統治局面，到後來1989年面臨文化領導權崩解之際，就只好用流血手段來保衛政權，因而發生六四事件。其實早在八七年、八八年的時候，他就開始宣示要「旗幟鮮明」，強調「不要怕攤牌」，準備要動用武力了，他很明白政權的建構是要靠文化領導權，但是事與願違，在實踐上總是有落差。

要運用這文化領導權，中共領導人也明白要手上掌握真理，但是尋求真理的方法並不同於權力取得的方法。譬如說，在政權正當性的論述之中，中共領導一向強調他們是最正確、最偉大、最光榮的。三者之中，「最正確」的提法是最重要，這表示他們手上掌握真理，因此文化領導權應該交在他手上，他們代表歷史發展的方向。既然尋求真理有別於取得權力，巳經取得權力並不表示己經掌握真理。 如何尋真理呢？實際上誰知道真理有沒有在他們手上呢？在誰都不知道誰手在上有真理的情況之下，卻又要主張掌握政權的正當性，結果講來講去，就會採用象徵性的表述方式，很多儀式（ritual）就來了。中共領導人往往以先知先覺自居，為了表彰他擁有最正確的歷史觀，每次就是採用「全黨一致的決議」提法，其實意見一致末必是真理在握，歷史上有德國的納粹主義者或是日本的軍國主義者。1979年4月份鄧小平那篇「四個堅持」文章，指出國內有六個到七個異見團體，有一些是跟國外有聯繫的，有一些是民族分離心份子，會挑戰他們的「最正確」的領導，由此可以察覺到其時當權者擔心文化領導權會喪失。

換言之，沒有「最正確」，也就不會「最光榮、最偉大」。(插話：從這個角度來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好像也有一點顛覆性？因為他的實踐結果就是比台灣、香港差。)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只是一種權力的話語，它與什麼是真理、又如何得到真理的問題無關，并不屬於在認知論或社會科學的哲學的範疇。其實它涉及毛澤來東身後的政局，無非是說極左派的一套思想行不通，因此通不過實踐的檢驗。實質上卻是政治鬥爭角力，那個華國鋒就是一個過渡期的人物。葉劍英都說了，是他(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把四人幫搞走的。但是四人幫下台後，華國鋒也隨著下台。至於實踐如何檢驗真理，他們當權者沒有一套方法論可遵循，只是搞「形而上學」，主觀地由自己解釋，往往變相為誰有權力誰就有解釋權。什麼叫實踐? 什麼叫真理？，既無適當的定義，也沒有一套標準。怎麼樣檢驗？其實是當權者按政治上的需要與方便自己來詮釋的。

 (問：有人在兩千年執政之初，認為民進黨掌握文化領導權，可以連續執政廿、卅年。)

民進黨執政並不代表文化領導權在握，由於文化領導權的建構與鞏固需要比較長的時間，又遵循不同的方法，舊的國民黨的文化領導權並沒有因政黨輪替馬上瓦解，所以民進黨會說這是反撲。

求學之路

 (問：您之前的求學過程。)

台灣大學法律系法學組畢業。初中是建國中學，高中是成功中學。我對政治學的興趣起源於對中國歷史文化的體認和反思。回過頭來看，我求學背後的有一個深藏在內心的渴望，那就是追求一個不受權力侵蝕的認知、思想和文化的空間。

我有一位學長翁松燃老師，高我三屆。翁老師提過他有一個室友是李敖，我也末見過，但拜讀過他的大作，李敖抱持對中國文化批判的觀點，我頗受啟發。然後另外一位作者柏楊，用比較通俗筆法的批判中國的文化，有時候是嬉笑怒罵，但不乏真知灼見。他們兩位是誠實的檢討了中國文化，是值得參考的。中國文化是有其負面的部份，但當然也有正面的，要正面反面都看。
中國文化基本上是權力的文化。中國各朝代倡導儒家文化之際，大部分時間都是行法家之實。韓非子在書中反覆說的，儒家如果可行的話就變成法家，他還引用了孔夫子如何向魯哀公建言的故事來闡達述其意，在韓非子「內儲說上」論及：適因魯人放火燒積澤，大火漫延頗有燒及國都的危險，魯哀公很擔心，就命國人救火，非但沒有人從命，尚有人追逐捕獵奔逃的野獸，哀公無計可施，就請教孔夫子，哀公原意是要獎賞自願救火的人，孔子認為恐怕涉及人數過多，無法盡賞，因此建議凡不從命救火的人當作臨陣脫逃眾罪論處，追逐野獸者作闖入禁區罪論處，哀公頗為贊同，及時下令，命令尚來不及傳遍，大火已滅。
但是，法家始終沒法否認中國歷朝都運用儒家來建立文化領導權來鞏固統治地位，用一個形象的說法，馬上得天下，並不表示能馬上治天下，所以秦朝滅六國，合併天下，命祚不永，只有三十多個秋冬。漢朝董仲舒倡議「一遵儒術、罷黜百家」以後，都為世世代代的當權者遵從，唐太宗見到士子參加科舉，以「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其實，法家過份強調權力操作，以為權力就等於知識，權力還可以取代思想文化，固不可取。儒家採取文化工具論，仍然是從當權者立場看問題，因此所講的還是當權者的話語，自然有其侷限性。
柏楊批評中國文化是「醬缸文化」，這「醬」字頗為傳神，無非是說中國文化是一個給權力浸染的文化。西方思想家講到人的存在會形塑認知，馬克斯相近的提法是階級政治決定認知。其實自尼采 (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到傅科（Michel Foucault），更具體的說法是權力會形塑認知。至於認知如何跳出權力的籠牢呢？思想文化如何不受權力醬缸的浸染呢？多年來我和同學們在研究生研討課裡一起分享、拜讀了哈柏瑪斯 (Jurgen Habamas) 有關「公共空間」的溝通理性，也讀到鄂蘭 (Hannah Arendt) 的表意互動論說，有奧林匹克運動會競技的味道，令人頗為響往人間尚有一個不受權力污染的言論和表達空間。
我前後曾在不同年份在北京和柏克萊去看了老舍「茶館」的話劇兩次，見到權力曾經在中國的不同時代侵佔民間社會的公共空間，為此感到十分無奈沮喪。在話劇中老舍好像是在預卜一個不受權力浸染的認知、思想和文化的世界的來臨，不知老舍寫「茶館」那年代的熱力和感動還會留存到今天嗎？
1980年代初我那次去倫敦大學的非洲與東方學院當訪問學人，有機會拜讀葛蘭西的著作，頗受啟發。葛蘭西認為建構並維持政治支配性的統治關係，有些統治集團往往傾向於以德服人，善用文化工具。各國政治發展過程之中，統治者集團多在「德」方面下功夫，到「德」的部分加厚之時，相形之下就不需過份依賴「力」的部分，這種「德多於力」的局面可稱之為「完整國家機構」（integral state）。葛蘭西有美中不足之處：他仍然沒有跳出文化工具論的牢獄。此外，他只初步談到建構文化領導權的制度平台（如學校、教會、傳媒等等），未及討論它的實質內涵。如果只講如何佔領文化活動的制度平台，獨霸文化空間，既不是以理服人，又不算以德服人，那可真是建構「文化霸權」啦！譬如說，毛澤東搞的文革。
葛蘭西認為現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面對階級矛盾既深又烈，仍能顛蹼不破。當時他認為無產階級革命不在歐洲工業化程度較高的國家發生是因為那些國家的統治集團有很鞏固的「文化領導權」。反之，在帝俄時期，沒有「文化堡壘」作為外圍防禦工事，在這個文化領導權比較脆弱狀況下, 只好以流血之方式攤牌，發生1918年的大革命。在一個「完整的國家」格局裡，當然是文與武相互配套，在警察、特務和軍隊實力的前面，還有一層很堅固的「文化堡壘」面對攻擊，這是比較成熟的「完整國家機構」。
葛蘭西的「獄中劄記」本來是義大利文，到1960年代翻譯成中文，現在有很多譯本，也有不少討論、分析的文章。英譯本中，不少作者用 hegemony一詞來指稱上述「德」的部分，強調取得被統治人民的積極同意（active consent）， 建造「文化堡壘」以保衛政權；在中文裡，似將hegemony翻作「文化領導權」會較適合原意。若說是中文翻譯為「霸權」，是指「以力服人」，並不符原意。
用文化領導權來解釋大時代的變化，往往頗為體切又合適。譬如說，美國從經濟大蕭條之後，民主黨所代表的「歷史集團」（葛蘭西所謂的historic bloc）上昇，可以當作一種新型的文化領導權的形成，所以從羅斯福總統新政開始，一直到最近到七十多年後，民主黨代表美國新移民、年輕一輩和少數族群的渴求，這些遭受美國體制邊緣化的一群人成為一種新興的意識形態和物質利益的組合，終於形成新興「歷史集團」，推動大時代的政治變動，這與葛蘭西的論述比較適合。
以當代中國為例，在1989年六四事件發生以後，「北京周報」有一篇文章，細列1979年後十年內，鄧小平多次提到中共當局在思想文化領域所面臨的危機的和挑戰，剛好可以印證葛蘭西有關建造「完整國家機構」，鞏固文化領導權的論說。中共領導人士認為文革是一場「浩劫」，但也不能否認好心辦壞事的毛澤東，終究他還是想要捍衛無產階級的文化領導權。鄧小平高舉「四個堅持」旗幟，其用心也是要重建文化領導權，六四事件卻只證明它的失落，如鄒讜教授所言，最終不幸只好以流血的悲劇結束。事後鄧小平說：要用武力換取統治集團繼續掌政廿年的時間。這廿年間中國的政局靠經濟成就提升一些，再加上國家政權建設提升一些，說不定可以緩和中國內部的危機；此外，鼓吹國家民族主義亦有短期穩定政局的效用。但是仍然沒有明確資料證實中共領導層是否能有效地建構「文化堡壘」。反之，人民對於資訊自由充滿渴望，對於宗教自由熱衷地追求，對於思想的空間頗有深切冀望，而中共當局只能對公共空間的在形式上壟斷並對思想文化方面作消極控制，這顯示文化領導權仍似海市蜃樓般地遙不可及。
 (問：您也受到一些新馬克思主義的影響？)

有，我讀了一些，也和同學們在研討課裡分享。葛蘭西分析「上層結構」中的意識形態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與新馬克思主義應是異曲同工，都是為馬克斯「補鍋」，不在話下。然而葛蘭西自稱，他講的是「實踐哲學」 (the philosophy of praxis)，新馬克斯的作者們是知識份子的成份居多，對於政治實務著墨不多，因此它對於現實政治現象的觀察的幫助不大。
作為政治學家，我主要關心的是權力運作，我可能多少也受功能主義的影響，認為權力運作有其一定的規律和效果作用。認為有效的權力運作通常是集中的，從來不是分散的，分散的權力不能產生作用。民主制度往往只是讓大家有參與的感覺，但是不意味權力是分散的。在理論上，孫中山先生講到「權能區分」試圖解決權力有效集中和人民廣泛參與之間的矛盾。美國政治學大師道爾（Robert Dahl）教授強調在現實美國民主政治中，是一個多元格局，所謂「多元統治」（polyarchy）。因此在美國的民主體制中，權力是相對集中的，不是理想上的人人參與、人人有相等的一份。道爾也認為民主政治的一大挑戰是如何維持政策有效執行和人民廣泛參與之間的平衡。在權力運作中，有人會成贏家，也有人會成輸家。權力會為參與者帶來益處，也會造成負擔和損害。在權力運作中一定有人被邊緣化，權力的產生一定會帶來「異化」。然而，作為一位政治學家，我認為政治生活標誌人類文化的一個階段性的發展，因此人類可以前所未有的規模組織活動，戰勝其他物種，征服自然。
學術之路
 (問：您提到閱讀資治通鑑、梁啟超等經驗，似乎和您的研究同儕有一些不一樣？)
在「中國學」的範圍內，學術研究的貢獻往往因人而異，關乎個人的專長造詣、努力動機、領悟和原創能力，這是十分自然。但是研究者所立足的社會、政治、文化、制度的平臺亦會因此決定研究者是否有更大的優勢去發揮個人所長。我是文化上的中國人，自然會有一些有利條件去解讀中國政局參與者的「主觀意思」（subjective meaning）。我們和西方同儕們之間各都有優勢和劣勢，應可以互補短長。
首先，西方同儕在學術和文化方面有相當值得我們借鑑學習之處。政治學這門學科起源於西方社會、歷史和文化。不論在理論上和方法論上，有它的深度廣度，也有精緻細膩之處。由於學制和課程的設計安排，西方同儕往往在語文方面有不少優勢，可以輕鬆地閱讀原文，譬如說用德文來讀黑格爾、馬克斯或法蘭克福學派的原著，理解作者的原意也更直接。其次，在他們的認知世界裡，他們屬於不同的文化歷史傳統，受宗教（如基督教）的影響很深，聖經讀得很熟，往往在不同文化層面上探討中國經驗，有不少新的分析角度和觀點，如果我們虛心，肯定是他山之石可以借鑑攻錯。何況，當代中國引進馬列主義，又採用中央計劃作為發展模式，其思想和制度上的根源仍須從西方文明和歷史中追尋。
 (問：如何踏上留學美國之路？)
我的留學美國之路，一直著眼於如何縮短在學習上的差距。我個人明白有兩方面需要迎頭趕上：第一，我在語文上應該縮短並消除差距。英文不是我們母語，然後我的第二外國文訓練不足，德文不懂，拉丁文不懂，希臘文更不懂，我一直覺得念哲學條件不夠，研讀政治學又矮人一節。由於這方面的「自知之明」，我多年努力下功夫，因為寫作出版、文書行政和講課中的鍛練，可以看出有相當進步 回頭想來，我在大學時修英美法，常常朗誦背念優美的判詞，對我英文寫作有深遠影響，也曾受某名校同儕肯定。第二，我本科是法律系，進入政治學學門，等於是需要重新學過。 
 (問：台灣人去美國，為什麼不是研究台灣、而是研究中國？)

當時我當留學生，有不少現實考慮，就得跟著學術大環境走，這關係到個人的獎學金、生活、研究和申請工作機會。我個人一直是攻讀政治學，只是研究選題上不自覺是捲入那個「中國學」的網絡。那個時候台灣研究尚未形成氣候，只有一部份學者感到興趣，後來在1980年代有一整批年輕優秀臺灣學者們開始研究台灣民主化的課題。
 (問：您的中國研究、中國觀點如何形成？)
大概1966年到美國印地安娜大學政府系唸碩士的時候，要寫一篇碩士論文，時間很緊。正好有一位頗為年輕的老師名叫伯恩斯坦(Thomas Bernstein；現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在研究中國土地改革，就分一塊給我做。我做的那部分是中國華北的土地改革運動，其時資料不多，後來剛巧史坦佛大學的胡佛研究所圖書館購進了一批資料，屬於中共在華北抗日期間及結束後的土地改革運動，這土地改革是大約從46年開始到48年結束，基本上我就用那批資料寫出我的碩士論文。寫這篇碩士論文時，我遇到如何運用理論來解釋政治現象的困擾：華北各省農村，自耕農（即所謂中農和富農）的比例約佔三分之二，貧富並不算懸殊，土地也不算過份集中，因此階級的論點並不適用於土地改革運動。我認真地查閱馬克思有關階級的論述和毛澤東對於中國農村階級分析，看似頗有道理，但是卻不適用於我研究的土改個案。這研究之中，發現並非所有農民都是自發性地參加土地改革運動，而是在局勢安定之後，不必顧慮安全之時，才參與各地中共工作隊所主持的劃分階級和分配土地的工作。關於土地改革，毛主席講的很關鍵的一句話是「給農民可以看到的物質利益」，由此對我而言，這場土地革命的浪漫色彩頓失，倒是對於中共在政策執行方方面面發生濃厚興趣，我發現中共在政策和執行都有一套方法，並且十分有效，自此我也對中國大陸的決策和執行過程開始留意觀察。由於碩士論文的研究和寫作，引起我對於理論的興趣，此後閱讀不少社會學有關階級的研究作和集體行為，後來也讀了許多及政治學裡的利益團體的理論，亦涉獵不少政治哲學和組織管理的理論。自此我一直遊走在政治學和「中國學」之間，成為兩棲動物，只是到後期才回過頭來，對「中國學」的角度、特點和研究方法漸有較深一層的體認。
 (問；有說這個土地改革才讓農民動員參軍非常有熱情？)
這問題可能有一些是文宣的資料。不過通常在他們巳經「解放」地區動員參軍，其時他們巳掌握政權了，因此農民被迫著選邊，參軍也有實質好處，其間中共也會利用動員的心理技巧和功夫。

中共善於運用心理技巧動員農民群眾。譬如說，土地改革之中往往從「鬥地財」開始，利用農民的貪孌和好奇心，無非指控地主收租不公道，收藏很多財物，那僱農就該算一算帳，因為地主多年收的租錢不公道，算來算去，其實地主還要倒賠僱農，承認應該倒賠以後，地主暫時拿不出來，就先搬他家裡的傢俱、農具和其他財物作賠償，然後又說他家埋了銀子，要挖出來。有一些地區由於地主與農民之間有恩恩怨怨，不免會殺人，也有一些活埋的個案，土地改革期間有時也會失控，後來殺人要提到縣級來批准。
在寫碩士論文期間，開始思考土改革對於中共取得政權是否真有作用，視野更進一步擴大，因此翻閱查看抗日戰爭和國共內戰的背景資料，並且試圖從參與者的角度來瞭解當時情況，拜讀毛澤東選集，從而對國共內戰產生興趣，也看毛澤東選集裡談遼瀋會戰、平津會戰和淮海會戰，參閱西方前輩或同儕如詹生教授（Chalmer Johnson）或胡素珊（Suzanne Pepper）等人的有關此題目大作。接著因為上課、或因為研究、後來又授課需要，逐年閱讀更多中國研究的出版著作。

 (問：博士階段？)

在印地安娜大學唸完碩士，就想能否更上一層樓？是的。如前所述，當時去美國也預計要有一個學習的過渡時期：一方面需要熟悉並加強語文，另一方面也要學政治學，需要由法律轉政治。感謝印大給我一個自我充實機會，讓我蓄積勇往前行的力量。博士考慮到芝加哥大學深造，主要是因為在當時政治學界裡，「芝加哥學派」頗具盛名，年輕人不免有點虛榮心，我也不例外。為了做好學前準備，我六月就到芝加哥，請教系裡的教授，十月開學之前就整整先讀了四個月的書。我十分幸運，一進芝大政治系，就遇到鄒讜教授，他很熱心地指導選課，我第一學期成績不俗，才有機會拿了福特基金會五年的獎學金。印象頗深的是我一開始就選舒密特（Philippe Schmitter）教授的課，不僅有機會鑽研瞭解拉丁美洲的政治，同時也使我對統合主義 (corporatism) 開始發生研究興趣。
那時剛好突然來了文化大革命，整美國的整個「中國學」界對於中國發生的政治運動都十分關注，只是當時由於我個人研究興趣使然，沒有趕風尚時髦而去選文革的研究課題。在摸索之中，起先觸及工業政策的方方面面，如工人參與和管理等議題。剛好有位研究俄國的專家艾哲瑞爾（Jeremy Azarel）教授對南斯拉夫的工業民主極感興趣，建議我比較蘇聯、中國與南斯拉夫三國的工業政策。我就寫了一篇論文比較這三個國家，並當作博士候選人資格考試的一部分（被訪者補註：其時只要寫兩篇研究論文就可當作資格考試通過，後來發現其實工作量一點都不輕）。接著博士論文我就以中國的工業政策為題，後來出書的時候就把三個國家一起比較。
 (問：老師在學術生涯上的主要成就，可否介紹？)
不如讓我講講我在學術生涯中的主要研究。我許多年一直關注社會主義國家的軍事、工業體系形成的課題。事實上，這議題也正是中共領導人在建構國家機構的核心議題，而其所採取的發展策略亦具特色，與其說它具有文化和歷史的特點，不如說其具有體系的特點（system-specific features）。原本鄒讜老師引導我考慮從社會學入手，一個可能的研究方向是參考有關組織行為的理論(如Michael Crozier, Peter Blau, Donald Dore)，並且從基層單位的人際關係著眼，從下往上看。但是我在1972年赴中國和香港實地調查，讓我覺得應該採取較為宏觀、從上到下的角度較佳。其中一個主要的考慮是基層訪問口述資料頗為鬆散，所滲水份多，準確度不夠，質量頗有問題。另外一個原因要分析一個大型的組織和具有規模的運作，其範圍無法局限於個人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因此我傾向採用於韋伯的法律和科層「理想模式」來分析中國，鄒讜老師提醒我注意後韋伯的觀點，特別是政策伴隨而來的不可預期的結果，組織生活中各種失控的現象會經常發生，使組織的設計還再要多一層補救和制約的手段，譬如說，政府裡面有預算就一定有審計，有正常的公務活動也有貪污行為的不良傾向，目前中國實踐者常用「制約系統」的概念，這理論面向仍有待學者們努力開發。以韋伯和後韋伯的理論框架為基礎，我開始從宏觀決策和組織管理的機制來思考中國工業體系的形成和變化，我試圖探討重大轉折之際高層決策者的「主觀意思」和互動關係。
我關注中國管治體系，特別是軍工複合體 (英文稱作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軍事、工業體系) 的結構和運作，分析政策形成和執行，並且探討具有規模的組織和運作問題。所以在理論上我就沒有以單位做小細胞來堆砌建構工業管理的體系，而是以宏觀的角度看管治的問題，這也是算是我的「中國觀點」吧！我所關注的是一個現代版本的帝國的規模管治。因此我是較為重視韋伯的法律、理想模式所提及的運作和組織要件，譬如說，其訊息溝通和組織協調主要是靠書面文字，因此這也是我研究資料的基礎，口述資料為輔助補充。一次閒話之中，芝加哥大學的學長許倬雲教授曾經告訴我，古時建立帝國的前提是需要馬匹，因為管治幅員遼闊的帝國需要馬匹來克服距離的障礙。但我的觀點是要有文字才有帝國，帝國的整套管治和運作大型系統是靠文字為主的訊息系統來連絡、協調和組織。
從高層決策者的角度來分析，中國的軍事、工業體系事關一個新型共和國的存亡。1949年中共建國初期，中國處於極為落後、受威脅和捱打的狀況，財政資源極度匱乏，中共領導人士沒有其他的辦法可想，因此學習蘇聯採用中央計畫經濟，在最短期間內建立基本的國防實力。從外界觀察者的角度而言，「超英趕美」的口號看來不切實際，但是卻反映當時中共領導的心理狀況。在一戰期間，列寧正在瑞士，他留意觀察德國這種戰時計劃經濟體制，很受啟發，於是在1918俄國革命後採用之，由於他的早逝，史達林付諸實施。從歷史來看，正因為如此，蘇聯在二戰期間有能力可以在列寧格勒迎戰德軍，並非偶然。1949年以後其時中國最優先的政策項目是以計畫經濟體系來建構最低限度自衛的防禦能力，一直到1979年三十年間中國決策者不做他想，矇著頭就做這件事。但是在中央計劃體系裡，決策者掌握工業生產的專營權，國家把市場份額全部抓在手上，國家有定價權，於是農村資源往城市集中，產生農業部門的資源大量流向工業部門等等問題，在短時期內可以以驚人的累積率，發展重工業 (包括國防工業)。但是也因此造成各方面的扭曲，譬如說，工農「剪刀差」就浮現出來了。中國由於採用這一套計劃經濟策略，雖然政治效果明顯，但是經濟效益極差，付出極大經濟和社會代價，因此1979年後改革成為必經途徑，同時，這計劃經濟體制也是改革時期許多主要問題的根源所在。
我的第一部書有關公共部門的決策程序，我運用決策理論，分析「主權決策者」如何不斷調整在決策上的角色，如何在嚐試與錯誤之中學習。在這研究中我能找到資料具體而微地分析他們的決策觀，並且追溯他們決策文化重大轉變的根源。在研究上我著眼於幾個主要的工業政策的重要轉折，如建國初期，廬山會議、四人幫和改革開放等等個案，往往每一個個案都能找到幾組不同的資料，每一個決策情境都做了很深入的研究。在此之前，我讀到的決策理論（包括理性主義、漸進主義等）都屬於純理論層次，這部書的研究從操盤的決策者如毛澤東、鄧小平的角度描述他們所經歷的決策過程。
起初我寫博士論文的時候受到資料不足的限制，從英國倫敦大學訪問歸來，開始寫書的時候，資料的數量和質量才容許我完成心願，那正是當年艾哲瑞爾教授寫蘇聯個案之時所想要涵蓋的部分，我卻十分幸運在中國個案中相當細緻和全盤地托出。我深感慶幸在理論上和資料上都能達到自我的期望，算是想到做到，心手一致的境界（參閱PNS Lee, Industrial Management and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1949-1984, Hong Kong,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後來我也把工業政策的研究擴大，也做公共政策如退休制度和醫療服務。這是我第二回合的研究，仍然從宏觀入手分析公權力的行使，探討公共組織與管理的問題 (請參閱 PNS Lee and Carlos W.H. Lo eds. Remaking China’s Public Management. Westport, Connecticut and London: Qurum Books, 2000)。
有若干「中國學」的學者和專家們對於中國的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感到興趣，其中也有少部分學者做這方面的研究，但是他們只能用歷史敘述的方法處理這類議題，在概念和理論上無法與公共政策和組織理論學者作有意義的對話，我當前的目標是要在理論上和研究上帶頭突破「中國學」在這方面的瓶頸。（被訪者按：可以與「中國學」作者中研究類同課題的作者比較之，如Kenneth Lieberthal和己故的Michael Oksenberg等人）。
 (問：您的這些思考和您的師承似乎沒有太多關係？)

如我剛才所說，我的指導教授鄒讜引導我去思考韋伯、後韋伯的角度，很長一段時期這點成為我的研究和著作的主題，此外，鄒老師強調設身處地解讀行動者的主觀意思，要從歷史演化角度檢視中國的發展，並且對於書面文字資料肯下苦功去收集分析，這是「中國學」的看家本事，對於我有深遠影響。只是在準備纂寫博士論文時，我們一起思考不同的研究方案，如我剛才提到，其中一個偏向社會學，另一個從政治學著眼，最後我是採用了後者。作為政治學家，我在選題和方法上，要把的政治學的優勢充分發揮出來，政治學的焦點是領土性的組織特點、機制運作和演化發展。
有一段時期，我的研究課題涉及到公權力如何行使的的問題，我認為瞭解社會主義的實踐應從國家機器的構成和實際運作著眼。譬如說，因為我研究前蘇聯的工業化過程時，艾哲瑞爾教授要我看一些1930年代美國工程師被蘇聯請去西伯利亞開銅礦的故事，後來蘇聯的礦冶學院的學生都去那邊實習，整個發展過程都是管理和組織的問題最突出。西方作品裡有一些關於蘇聯工業管理和地方執政的研究，有一些是人類學的討論，也有一些是工商管理的分析，但是我認為從公共組織去瞭解其結構、機制和運作會更為體切合適。和前蘇聯相似，中國研究也應是以制度體系為中心，較容易抓到要點。
(問：您提到一些美國工程師在蘇聯工作的故事，但是中國工程師寫一九五零年代到一九八零年代的經驗很少，大部分是知識份子的血淚史。)
的確很少。不過每一次激進政治和左派政治衝擊後，想把國家生產恢復到正常狀況時，就得依靠工程師之前留下的技術和操作手冊以及規章制度。1972年和1979年，鄧小平兩次回來的時候，也是回復過去的規章制度，大力啟用1960年代的管理的人材，此外就找政治上可靠實在、又可以服眾的人回來搞「四個現代化」(四川話)。
(問：在學術上跟老師爭辯的主要是哪些人？) 
芝加哥大學的基本訓練是要求同學養成批判的習慣和能力，學術探討中人人平等，不講輩份、「倫理」之類，我畢業後並沒有與其他學者們有直接、正式和公開爭辯的機會，但是學術上表示不同意見常有的。如剛才說的，關於中國軍事、工業體系的看法，我是傾向於從上而下看組織機制和公權力的運作，從宏觀往下看微觀的問題；這有別於從底層往上看非正式人際關係，不同於由微觀單位層次向上上看宏觀的整體。此外，我比較重視文字通訊系統中所顯現出的政治現象，輔以口述資料。因此與做同一課題的學者們是各有側重點的不同，但是這是相輔相成，不能算是爭辯。
關於非正式人際關係的分析，一直是鄒讜教授十分感趣的題目，我與其他同學們一樣都受到他的薰陶和影響。我認為中國政治屬於革命結束之後、草創發展期的階段，尚遺留下來那種未納入正式制度、但是巳形成傳統規範的「非正式政治」 (informal politics)。因此學者們應該首先探討「非正式政治」的定義、形態、特點和如何分類等問題，先取得共識，並且應該跨學科參考有關人類學和社會學的文獻，要在方法論上有所突破，不好以假設代替舉證，免於失之浮濫。
我對於「中國學」裡某些學者不適當地運用派系、侍從依附觀念，一向持謹慎和批判的態度，這點鄒讜教授也發表論文，我也拜讀幾遍，十分贊成。其次，我認為有些學者將民初軍閥年代的「非正式政治」不加鑑別、毫無保留地延用到具有列寧式重視紀律的革命團體裡，在強人領導之下過份誇大、強調派系在政策釐定和權力分配上的作用（包含毛澤東、蔣中正兩個案），這點我是有保留的。我在中國工業政策的不同時期個案研究中深入地檢視過有關政策釐定和執行過程，很認真仔細查證派系政治的蛛絲馬跡，但是大多數個案往往找不到資料空手而回。再次，非正式政治的研究應該仔細推敲「理性行動者」的模式（如利益極大化、不受規範行動者）在理論上的合理性。 後來我與Lowell Dittmer教授和Haruhiro Fukui一起開始一項跨校的研究計劃，尚有幾位舊時芝大同學參加，各人負責一題目，因此我本人做了一項關於中共高層權力繼承與政治輪替的研究，我能找到「主觀意思」的資料並加以解讀，這點純屬幸運偶然 (參閱Lee, PNS, “Informal Politics of Leadership Succession during the Post-Mao Era” in Lowell Dittmer, Haruhiro Fukui, PNS Lee, eds. Informal Politics in East Asia, New York, Cambridge and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多虧Lowell Dittmer，Haruhiro Fukui和我共同努力，邀集到足夠作者，寫成有質量的論文，最後編輯成書，前後用了十年才完成，應是得來不易。
此外，在中國分配領域的公共政策議題上，到底統合主義(corporatism)是否適用？我是偏向於贊成，但有學者有反對或保留，這分歧的原由是統合主義的定義尚無共識，其分歧基本上反映在兩種立場上：一是團體為中心，另一是國家機構為中心。以前者為出發點，有一些作者將統合主義化約為利益團體意義之下的多元主義 (pluralism) (參閱Gabriel Almond, “Coporatism, Pluralism and Professional Memory” World Politics  (1983)35: 245-60.)。舒密特（Philippe Schmitter）教授在定義和方法論上並未釐清多元主義和統合主義之間的疆界，亦造成研究上的若干困難 (Philippe C. Schmitter, “Still the Centuary of Corporatism?” The Review of Politics : (1974) 36:73-94.)。亦有「中國學」的作者過份強調統合主義體制裡利益團體的自主性，將它與多元主義劃上等號。
採用後者立場是以國家機構為中心，著重分析國家機構如何行使公權力來分配政治利益，著眼於它如何認定所屬合法利益，並且如何授與各階層、團體的發言地位及代表資格 (關於此一立場可參閱 (Afred Stepan., State and Society: Peru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Chalmers Douglas, “Corporatism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 in H.J.Wiarda ed. New Direction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Boulder, Co, Westview 1991, pp. 56-81; Horward J. Wiarda, Corporatism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 the Other “Ism”. Almond, New York and London, 1977)，其實在政治發展中，各國利益格局的形成歸因於公權力行使往往多於利益團體主動的「壓力」，譬如說歐洲各國發展有一些有趣的案例 (可參閱Reinhard Bendix, The Nation-Building and Citizenship,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 1964; Andrew Shonfield, Modern Capitalis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中國政治發展過程裡，國家機構居於主導地位，自然它也形塑、鑄造了利益分配的格局，中國社會肯定有統合主義的現象存在，作為理論和研究的一個方向，我認為大有可為。至於統合主義是否會在宏觀 (macro)、中觀 (meso) 和微觀 (micro)三個層次運作，這是一項具體研究的問題，應該讓資料證據說話。
我曾寫了一篇論文關於統合主義適用於中國個案的看法(參閱PNS Lee, “The Chinese Industrial Stat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From Totalitarianism to Corporatism” in Brantly Womack ed. Comparative Chinese Politic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New York: 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53-78)，算是「中國學」裡關於此一概念最早的一篇。這篇是在1991年我們幾位芝加哥大學同學為慶賀鄒讜教授榮休研討會所提出的，由渥莫爾（Brantly Womack）教授收入他所編輯的書裡。 
(問：九十年代初期的時候鄉鎮企業很熱門，跟老師的研究就不相關？)
沒有做那些。我主要是處理大中企業，改革開放期間以前，它們的「上繳利潤」等於中國百分之九十幾的稅收。這就是林彪為什麼說「國富民貧」，這看法如實地反映中國當時的國情，並沒有錯。因為如此國家可以很快地運用中央計劃體制的國營企業的集中大量資源，投資到需要的部門。 (插話：集中大量資源，結果有一段時間投資到坦贊鐵路；好像也花了很多錢？) 這主要是他們有能力，比起整個國家全盤財政倒不算花了太多錢，這種事屬於政治考量，自然政治家有發言權。
(問：老師在這個過程中研究經費來自？)

我大部分拿香港「大學撥款委員會」的研究補助經費。值得一提的是，有一次組織了一個跨校跨專業的研究團隊，研究改革開放時期的中國的城市管理。這項研究計劃是大學撥款委員會補助的，但香港中文大學和理工大學前後都慷概資助，超出我們預期。記得芝大時期，我曾經上過維爾巴（Sydney Verba）教授的比較政治三門課，頗受啟發，在這城市管理的研究計劃中我建議沿用國內各地區的比較方法，要求每一個子課題需要最少包括兩個城市。我們有六位各院校同事們參與，子課題包括城市領導和發展策略、住房、環境管理和社會保障和保險，然後也做了三年到四年。這項城市管理研究計劃的成果，發表、出版在我與盧永紅教授合編的書中 (PNS Lee and Carlos W.H. Lo eds. Remaking China’s Public Management. Westport, Connecticut and London: Qurum Books, 2000)，屬於研究中國公共管理的第一次嚐試，不僅將中國學引進了公共組織和管理的觀念和理論，並且認真地與國際學術界公共管理的理論和研究的潮流做出對話。
此外，中文大學前同事、訪問教授培里（James Perry）教授也及時支援，和香港理工大學林道超教授合著事業單位研究一篇，其時應屬於開創性。令我意外又驚喜的是該研究計劃成員香港大學張贊賢教授以我們中國城市管理為基礎，開展一項更具規模的大型研究，得到優質的研究成果，並以專書的形式出版。我與中文大學王卓祺教授社會保險的子課題，做了廣州和上海的比較，著眼於兩個城市不同的背景、發展模式和時間進程，每個城市選出1000個樣本，相當程度反映出兩個城市相同之中有差異。(參閱PNS Lee co-authored with C, K, Wang, “The Tales of Two Chinese Cities: Rolling Back the Welfare State During the Reform Era”, in PNS Lee and Carlos W.H. Lo eds. Remaking China’s Public Management. Westport, Connecticut and London: Qurum Books, 2000. pp 67-96)。
(問：您研究的題目會不會有政治上的敏感之處？)
目前我做的醫療管理這類公共政策的題目在政治上不算「敏感」，但又屬於具有政策上爭論性。這課題是我以往工業管理的研究課題另一個側面，而且密切相關的。在很長一段期，甚至在改革時期之後，中國當局仍然依賴專營權的經濟手段，汲取財務資源，以支援並維持較為低廉的醫療服務和藥物提供，這專營權的機制是計劃經濟所慣用的，但是因此造成扭曲，常帶來不可預期的後果。不久以前，政策當局邀請國內外各有關機構和單位提出改革方案，圍繞著八項版本的改革方案辯論，目前改革方案大綱業巳出籠，將是未來十年的試行的主要方向和走勢。整體而言，這種公共政策與管理的課題的資料都還不錯，主管部門的負責人往往會講講他們許多考慮和運作中遇到什麼問題，許多具體情境都一一呈現出來，對於研究者往往有意想不到的收獲。
 (問：這十幾年私有制大幅增加、分稅制的問題，跟老師的研究似乎相關？)
那些我都關注的，這曾經是我過去研究的一部分，但是這不是我最近所做的課題。在1993年朱鎔基推行分稅制將錢從地方收回中央來，看來十分有效成功，足見政策上往往看領導者的能力和創意，並非機械式地一成不變，至於中央是否因為財務大權旁落，造成中國分崩離析，回過頭來看，應是不切合實際的看法。胡鞍鋼的「國家能力」報告忽視政治領導人的「主觀能動性」，此外「國家能力」這概念有點模糊，有待澄清。我留意到1990年代中期以後非公有制 (不等於私有制) 企業的產值在統計的數字上有大的幅度的增長，其背後的意涵值得進一步分析。
(問：您九三年回到台灣辦中正大學政治所，是誰特別邀請您回來嗎？)
那個時候剛好是我的進修假，本來我計劃去中央研究院做研究。碰巧教育部批准中正大學政治所 (當時只有碩士班) 的成立，但是找不到主辦該所的適當人選，應林清江校長和鄭國順教務長 (後又擔任校長)誠意的邀請，我就去幫忙，把人事、課程和研究生招收和考試等的相關規章制度制定出來，設備、教室和辦公室也做出相應安排和規劃。我一年休假期間到了，就請黃紀教授回來，黃紀又按計畫開辦學士班，並亟力爭取辦博士班，其他系內如湯京平等老師也曾協助幫忙。2000年在我從香港中文大學正式退休回國服務，其時黃紀老師巳當了五年，開辦了博士班，這時我接著當三年，剛好「前人重樹後人乘涼」。(插話：您有人和。) 其實學術界的行政工作是一種純粹服務，往往吃力不討好，我曾接待的一位應邀來臺訪問的英國學者說：學術圈子的行政工作就像碰到九隻貓，每隻貓有各自的喜好，各自有個性，要讓貓排排坐在一起，哪有可能？所以我認為在學術界要尊重老師的興趣、專業和空間，他們才能各展其所長，各自有所發揮，這樣同儕之間也比較能相互溝通和共同合作。

 (問：老師有參加台灣教授協會？)

沒有。可以參加嗎？我都是在香港從事學術工作啊！〔哪有機會呢？〕。

 (問：老師有哪些門生是特別的？)
他們都各自有自己的發展，在香港和在國外任教都有，不少達到國際級的水平，相當不錯。香港學界人數不夠大，在規模上有一定的侷限性，不如台灣學者群在人數上佔有優勢。我在香港服務的二十五年期間，參與培育了香港本地第一代的政治學家，為政治學學門填補了教授級的師資人才的缺空匱乏，其中不少已經擔任香港政治學相關系所的臺柱，譬如說，港大政治系連續三任系主任都是我的學生，特別之處在於他們都是學者型的系主任，為此我感到十分欣慰。在「中國學」方面，在港各校任教的教授之中，有不少是我的學生，他們的論文已有不少出版在國際級、匿名評審的期刊上。由於香港政治學門的學者群小，這是弱勢也是優勢，這造成學術交流和出版的機會只能國際取向，因此在不算太長的期間內與國際接軌，這是我1976年返港的服務的一個夢想，卻萬想不到夢想成真。
我相信政治學對於建立一個開放的社會有莫大幫助，曾在「行有餘力」情況之下，推動政治學在兩岸三地的建立和發展，也算得上是學術上的貢獻。1976到2000年之間我在香港中文大學政府與和行政系任教，其時因為馬臨校長的提攜，我從1986到1992年擔任了六年的行政工作，作為一位年輕的學者，倒是有一個學習磨練的寶貴經驗，剛好那個系同事之間沒有派系，也沒有爭論，大家都有所發揮。其中有五年期間執行了富爾布萊特的學者交流計劃，長遠言之，加強了香港院校在公共行政和公共管理方面的研究和師資培訓。同時1979年改革時期開始，中國的政治學和公共行政學界有許多位的資深學者們到香港從事學術交流，我參與接待工作，支援他們在中國政治學的組建和推廣。

中國的未來

 (問：您對中國研究未來的方向有何想法？)
我無法為整個中國研究的學者群代言，我只能講講個人的研究未來取向。我在芝大的指導教授鄒讜一直主張中國研究要結合社會科學，我也自認是「兩棲動物」，認為「中國學」應該結合政治學。我是不斷考驗自己，看看我是否能同時達到兩個專業的學術標準。我現在比較回復到傳統「中國學」研究風範，將「中國學」當作文、史、哲的課題來處理，算是一種知識和學問上的挑戰，需要不少耐心和學問上的精細功夫，我也將資料收集和分析當作有一種知識性的遊戲，有如打橋牌。同時，我在研究方面這麼多年，多多少少也受實證主義 (positivism)和當時的功能主義的影響（被訪者按：其時芝大伊斯頓應算作功能主義者），尋找政治運作和組織運作裡面的類似規律的「準因果關係」，我就是想去看到那整套政治制度如何運作，有哪些部份可以人為控制，有哪些部分是人力不能控制的，然後試圖做出我的預測。
 (問：對台灣中國學界的台商研究現象如何看待？)
我也偶然看過一些有些有關臺商的研究提案，這類研究相當有意義和學術價值，可以算是「中國學」另一個側面。從理論框架上，這題目涉及大社會中的小社群的研究，從微觀面看宏觀現象，譬如說菲律賓的華人社區的研究、香港社會裡的「上海幫」、美國社會中的猶太人社區和香港社會中的印度商人等，這個角度比較傾向於社會學。
 (問：老師比較設身處地解決問題的思考，應該比較容易使大陸學者產生共鳴？)
只有少數有歷史感的大陸學者會從政治操盤者的立場來分析中國問題。在大陸中國的體制之下，不少學者們有思想壓力，上面一講下面一般不會抵觸，也會有人附和，他們沒法拋開那個體制去思考問題，可能有些人也不方便說，我體諒他們的處境。話又說回來，由於改革開放時期，鄧小平和陳雲等搞「靜默革命」，堅持幹部的退休制度，加速人材的流轉，年輕的新一代知識份子（包括公務員在內）的確比較願意表達不同的意見，其中不少也相當有見地。此外，有一些當前的政治議題（如兩岸關係、中美關係），當代的人討論往往不容易保持客觀。
為要避免中國研究瑣碎化、支節化，我認為應該從政治操盤者的立場來分析問題。 例如為什麼採取計劃經濟？那個決心為什麼下的？設計是怎樣？迄今這些問題未見有人公開講。在國外我讀到經濟學家諾爾頓（Barry Naughton） 在「中國季刊」（China Quarterly）有一篇的談「三線建設」，算是側面反映中國高層決策者採用計劃經濟和外交政策的背後思考和內心感受 (參閱Barry Naugton, “The Third Front: Defense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Chinese Interior.” China Quaterly. (1988). 115:351-86)。我曾經用心蒐集資料，寫了這些問題，也把中央與地方關係都要放進去。有一次謝淑麗 （Susan Shirk）教授對我說：「研究這個題目的，全世界只有四個人，兩個在中國大陸，中國大陸以外就剩下你跟我」，算是過獎。我倒是用心地去體會操盤決策者的在關鍵歷史時刻的處境，這點要歸於鄒讜教授的指導和啟示。大陸決策者一直到一九七二年才鬆一口氣，美國願意跟他們緩和了。六十年代中國兩面受敵，同時要面對蘇聯與美國，那時有很深沉的擔憂，七二年之後美國跟大陸一起形成對蘇聯的反霸聯盟，不用兩面對敵。所謂「三線建設」體現當時那種憂慮，因此有「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說法，稱不稱霸是以後末來的問題，但當時要「深挖洞、廣積糧」是沒有辦法中的辦法，那是所謂的中國的「國情」。中國境外「中國學」的學者們從宏觀體制著眼至多只能看到他們的公開政策，組織制度、機制和管理手段，他們的意圖如何展現出來呢？怕是操盤者不便明說吧？他們自家都心照不宣，怎麼會告訴你外來學界呢？。 
(問：在中國大陸有哪些經歷？)
我沒有在大陸成長、受教育和就業的經歷，我對於中國的瞭解肯定有盲點。我倒因為對於大陸問題多年深入研究，有了一定的見解和心得，因而有一些「與文會友」的機會，特別與大陸的具有知識份子背景的人士有幾次良好溝通。有一次巧遇前大陸國務院經濟委員會的袁寶華主任，有機會和他討論交流。他因退休後擔任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到香港中文大學從事學術交流訪問，我負責接待過他。他很欣賞錢穆，對此我們頗有共同語言；如前所述，我大學時代也拜讀錢穆的「國史大綱」。剛好在改革時期的開始，袁寶華擔任主任時所主持的經委在資源配置和分配起了相當大的作用，雖然事過境遷，他對於實際運作的一些情況和氣氛的描述，給我這樣的研究者有莫大的啟發，以後再讀他的文章和演講，讓我可以嚐試著重構一位「主權計劃者」的視野和內心感受。此外，在和袁寶華校長閒話之中，也幫助我對中國建國初期建立計劃經濟的體系的東北團隊有一些感覺。其實在1949年以後，中共頗為倚重當時東北的經濟建設和管理人材，其中包括陳雲、李富春，尚有馬洪等。他們對於中國計劃經濟體系的形成以及日後的運作有深遠影響。有一些人如舒爾曼（Franz Schurman）教授說中國的計劃經濟體系的形成與日本管理東北的經驗有關，當時日本在東北實行過兩期計劃經濟，內戰期間中共首先在東北成立政府，最先接管重工業和軍工業，東北團隊後來成為中共領導層具有這方面經驗的人材。我沒機會親自訪問馬洪，但他有一次到香港中文大學作學習術交流，抱了好多本書給我，馬洪跟著李富春從東北一路到北京的國家計劃委員會。
到大陸做實地調查和深度訪談，可以與學界的作者和專家們交換研究心得，比對研究紮記，但是他們一般卻都處身事外，恐怕和我們境外研究者一樣。我後來發現中國社會科學院和各省市社會科學院反倒較為「知情」，當然是指屬於有政策意涵的議題。其實，在大陸土生土長的研究員也未必在中國國內有機會找到適合的被訪者，所以我未必處於無可作為的處境。我認為只要學者願意在文獻資料方面多下苦功，只要自巳融入於文獻資料之中，真相大多會從資料中浮現。以我個人的研究為例，我在歷史文獻資料裡追蹤鄧小平很久，因為他是三次工業經濟恢復的主要操盤者：一次在六十年代大躍進之後，他當時擔任黨的總書記，他要負政治責任，薄一波則負行政上的責任。第二次是1972年，和第三次在1979年後的改革開放時期。在八十年代他算是正式取得政治上主導權，他跟陳雲合作密切，陳雲比較側重經濟面的工作，鄧小平是組織面的工作。

我因熟讀鄧小平的文章和演講詞，曾經夢見有兩次和他在一起：有一次我夢見和他一起散步閒聊，從一座河堤走下河邊，我走前他走後，另有一次夢中我還權充臨時口譯員，將英文翻成四川話，四川話又翻成英文；因為我家曾住過重慶，我可以講四川話，兄弟姊妹有時互通四川話。鄧小平是一位很樸實的實踐者，具有組織和行政長才。他對組織的了解頗有韋伯的味道（他當然不用學者們那套學術詞彙），但是他時有出人意表的一些精闢見解，所以我對鄧小平作為組織者和執行者的評價是正面的。無可諱言，作為政治家和操盤者，他表現相當不俗，歷史上不多見。他也講一些馬克思的理論，你可以感覺到他自已未必相信，但你又不能說他真的不相信，所以毛澤東在世的時候說他是「走資派」。凡事有爭論之時，他往往知道就暫且避開來，最後還是把事情做了。
(問：鄧小平在六四之後說的廿年，已經快要到了，您怎麼看之後的發展？)
看起來他建造的那個權力機器到此為止還沒完結，因為胡錦濤還是他鄧小平在世時「欽點」的。雖然這一代中共領導人沒有經歷戰爭的洗禮，但是維護並掌握政權的經驗方面仍有傳承，對中國發展而言，到底是屬於正面的還是負面的呢？不如留給歷史評說吧！。現在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都倒了，只剩下古巴、北韓等，唯一算得上規模的只有中國。他們權力機制的掌握，不給對手們空間和漏洞，從權力操盤者的立場而言是佔著優勢，這是一個在實然上的分析角度。
我常常是設身處地來分析一個大型國家的組織設計、機制和運作的規律以及不可預期的政策後果，這也是韋伯的「法律、官僚理想模式」及後韋伯的理論出發點。譬如說，為什麼俸祿國家會好過的封建制國家？為什麼文字通訊系統會優於口述通訊方式？舉例而言，羅馬帝國之前，由北非移到義大利的伊崔斯坎人 (Etruscans)，他們有八個部族，通常居住在山脈頂峰上易守難攻的要害之地，部族之間結成鬆散聯盟，以驍勇善戰見稱，與羅馬人鬥爭了一個世紀，結果終被擊潰，精英悉數被殲滅，他們的歷史紀錄大部分都喪失，只有梵蒂岡的圖書館還有些有關他們的資料。伊崔斯坎人尚武敢死，相對於羅馬人有不少優勢，但是他們尚沒有成形的文字系統，他們有名詞，但沒有動詞和連結詞。相形之下，羅馬人有組織和管理的長才，但是最重要的是有文字的通訊系統，因此可以建立有效的稅收制度，並運用精密組織，最終勝出，如韋伯的所言，文字是權力運作系統裡面至關重要的一環。
 (問：您覺得歐洲最終會形成一個國家嗎？)
歐洲各國相互之間採取一種求同存異、雙贏合作的策略，互相尊重體諒，著重於形成共識，不強加於人，不急切為之，反倒各國愈走愈近。在各國之間已有共同的工作和功能範圍，權力會走向集中，為了有效行使權力，也會影響到組織與機構的發展，至於是否形成一個主權實體或你稱之為的所謂的「國家」，這應屬於各當事國的抉擇。在歐盟層次國家機器的發展上，現在歐盟各國派代表輪流主持實務，少不了有挑戰，為了保持日常工作的穩定性和延續性，漸漸就會形成較長的任期，權力又會進一步集中，我正在觀察韋伯有關慣常化、制度化和理性化的論點是否會適用於歐盟的發展。
 (問：您看歐洲是這麼看，看台灣、中國的未來，也是這麼看的？)
我在很早很早以前曾講過在兩岸之間，其歷史、文化和社會的連繫應是較歐洲各國之間的連繫更為密切，如果參考借鑑歐盟尋求「統一」的思路的和做法，說不定會有一些意想不到的突破。現在沒有辦法憑假想來看兩岸關係，因此要看具體的發展狀況，可能比較容易看到兩岸關係的前景和未來，譬如說，中國何時會走民主化的道路呢？如果中國走上民主化的道路，政治上就不愁和台灣這邊的有識之士沒有共通語言，如果像歐盟各國那樣已民主化，兩岸之間就不會像目前這樣格格不入，政治上會比較容易溝通，並產生共鳴。

我願意從學者客觀的角度對兩岸歷史問題作進一步的觀察。第一，1972年中美兩國的「上海公報」預留兩岸透過和平方式、談判協商完成和平統一的空間，北京可採用建立「文化領導權」途逕，活學活用葛蘭西的論說，在文化和精神上增強魅力，使臺灣民眾心理上著迷到無法抗拒，可「兵不血刃」完成統一大業。但是，以我學者之見，作為「實踐哲學」，葛蘭西的論說有其肓點，因為它只言及形式和手段，卻來不及處理如何建構論說實質內涵的問題。如果北京當局考慮建立對於台灣的「文化領導權」，提出任何具有意義和號召力倡議的話，前題要件是需要尋求一個足以的說服兩岸人民的論說。
第二，傳統中國改朝換代「大者恆大」的規律恐怕不適用於當前兩岸關係的變化與發展。從歷史來看，北京當局仍然是將兩岸關係作為內戰的延續，不放棄使用武力，但是目前這種兩岸關係並非中國歷史上組建帝國案例中「一大一小」的局面：大的政治單位實力較強大，糧多、兵強又馬壯，最後頗有長期打消耗戰的本錢，因此如果無外力介入，小的一方無法長久「偏安一隅」。但是，在現代國際政治格局裡，目前兩岸關係已屬於開放系統，權力平衡涉及多邊關係，不是單純的雙邊互動。過去兩岸關係有時像西太平洋邊緣兩大地質版塊的摩擦和擠撞，臺灣屬於其中的一個版塊的組成部分，巳經不是「一大對一小」的權力關係。
 (問：我們現在看中國民主化，還很難看出何時會出現政黨競爭？)
目前中國方面所用「政黨」一詞和臺灣與其他民主國家用法有所不同，在中國「政黨競爭」並不具備條件。同時，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是性質頗為不同的政治團體，目前恐怕沒有什麼共同語言及遊戲規則，來談「政黨競爭」或政黨合作。
 (問：像新加坡那樣，每次選都可以贏，不就可以開放？)

的確，若在政治上佔優勢，比較會有開放讓權的本錢，然後開放政治上參與。但是這涉及人的選擇和政治智慧。具體而言，權力的現象就是集中，當權者心理上掌握權力的都會有可能抓著權不放。

 (問：台灣人要中國大陸的民主，究竟是真的喜歡民主，還是希望在兩岸之間進行區隔呢？)

一般人都希望命運掌握在他自己手上，因此民眾都願意參與政治，支配的自己的政治命運與前途。臺灣民眾自已建立了民主，如果因此對於中國大陸民眾有點 「野人獻曝」心情的話，也屬於良好的願望。再說，雖然我強調研究中國應從規模著眼，另外一點是不應低估她變化的潛力，譬如說，中國的基層民主巳實踐多年，說時遲那時快，我們不排除明年它會上昇到縣級，若干年後再上昇到省級和中央級。何況，中國人民（包括中共人士）早巳應許了中國這片黃土大地一個共和國。我父親和我兩代都曾經「望眼欲穿」地盼望臺灣告別威權、走向民主，本來想此事絕無可能，我卻意想不到在我有生之年內能親眼見證臺灣走向民主化的道路。因為民主的奇跡在臺灣發生過，所以我對民主中國寄予期望！
李南雄教授著作

英文出版專書

PNS Lee, "Remarking China's Public Management: Problems Area and Analytical Perspectives"(Co-edited) in PNS Lee and Carlos W. H. Lo(eds.), Remarking China's Public Management (Co-edited) (Westport, Connecticut and London: Quorum Books, 2000). pp. 1-18. 

PNS Lee, "The Tales of Two Chinese Cities: Rolling Back the Welfare State during the Reform Era."(Co-edited) in PNS Lee and Carlos W. H. Lo (eds.), Remarking China's Public Management (Co-edited) (Westport, Connecticut and London: Quorum Books, 2000). pp. 67-96. 

PNS Lee, "The Provision of Occupational Benefits in the Chinese Industrial Sector: The Case of Guangzhou." (co-authored), in PNS Lee and Carlos W. H. Lo(eds.), Remarking China's Public Management (Co-edited) (Westport, Connecticut and London: Quorum Books, 2000). pp. 115-132. 

PNS Lee, "Empirical Findings and Thoeretical Trends in China's Public Management." (co-authored), in PNS Lee and Carlos W. H. Lo(eds.), Remarking China's Public Management (Co-edited) (Westport, Connecticut and London: Quorum Books, 2000). pp. 115-132. 

PNS Lee, Informal Politics in East Asia (Co-edited with Lowell Dittmer and Haruhiro Fukui). (New York: 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NS Lee, "Informal Politics of Leadership Succession during the Post-Mao Era." In Lowell Dittmer, Haruhiro Fukui and Peter Nan-shong Lee (ed.), Informal Politics in East Asia, (New York: Cambridge and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NS Lee, "Jiang Zemin versus Lee Teng-hui: Strained Mainland-Taiwan Relationship." in Maurice Brosseau, H.C. Kuan et al (eds.), China Review 1997,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108-134. 

PNS Lee, (Co-editor), Toward Modernization and Internalization (in Chinese), Guangzhou: Guangzhou People's Press, 1995. 

PNS Lee, Housing Reform Under Deng Xiaoping, New York: M.E. Sharpe, 1993, 92 pp. 

PNS Lee, Industrial Management and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Hong Kong,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335 pp.
PNS Lee, China's Managerial Modernization: Three Basic Models, 1956-1978, (ed.), New York: M.E. Sharpe, 1980, 119 pp. 

中文學術性期刊論文 

李南雄、蔡禾，＜廣州居民的社會保障觀念研究＞，《中國社會工作》，1995，第一期。

李南雄，＜從中共十四大看經濟改革的政治風險－兼論中央與地方關係＞，《國家政策（動態分析）雙週刊》，第四十八期，1992年，頁4-6。

李南雄，＜法團主義和中國經濟改革＞，《二十一世紀雙週刊》，1991。

李南雄，＜關於中國迂腐現象的研究＞，《經濟社會體制比較》，1989，第一期。

PNS Lee, "The Administrative Leadership Studies of the West." (in Chinese) Li Jiangtao (ed.), The Strategic Choice - The Development and Use of Human Resources in Guangzhou for the Next Century, (in Chinese) Guangzhou: Guangzhou High Education Press, 1996, pp.287-197. 

PNS Lee, "The Changing Modes of Public Welfare Provision in Reform China." (in Chinese) in Peter Nan-shong Lee, Peter and Li Jiangtao, Toward Modern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eds）, 1995, pp.137-157. 

PNS Lee, "The Local Economic Autonomy in light of the 14th Party Congress of CCP." (In Chinese) in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Monthly, No.189, Dec 1992, pp.26-32. 

英文學術性期刊論文

PNS Lee, "Restructuring China's Welfare Regime: A Case Study at the Local Level." in Policy Study Review , Vol. 18, No.1,(Spring 2001), pp. 59-74.

PNS Lee, "Economic Reform and Social Welfare: the Chinese perspective portrayed through a social survey in Shanghai."(co-authored),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0, No.28,(2001), pp. 517-532. 

PNS Lee, "Popular Belief in State Intervention for Social protection in China."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 Vol. 29, No.1, pp. 109-116.(co-author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NS Lee, "March Towards Democratization: The 1998 'Three-in-One Election' in Taiwan." East Asia: 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Summer 1999), Vol. 17 No.2, pp 111-116. 

PNS Lee, "Is Big Beautiful? ---Restructuring China's State Sector under the Zhuda Policy." (co-authored), Issues and Studies, (September 1998), Vol.34, No. 9, pp. 22-48. 

PNS Lee, "The Nianxinzhi: Remunerating Corporate Managers in China's State Sector." Asian Journal of Business & Information Systems, Vol.2, No.2, (1998):23-41, 

PNS Lee, "Reforming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in China." in Stuart S. Nagel (ed.), Advances in Developmental Policy Studies, (Greenwich: Connecticut JAI Press Inc., 1996), pp. 5-27. 

PNS Lee, "The Administrative Leadership Studies of the West." (in Chinese) Li Jiangtao (ed.), The Strategic Choice - The Development and Use of Human Resources in Guangzhou for the Next Century, (in Chinese) Guangzhou: Guangzhou High Education Press, 1996, pp.287-197. 

PNS Le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eform China: The Case of Retirement Insurance (Occasional paper No.67) October 1997,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 Pacific Studies, October 1997, pp.1-39. 

PNS Lee, "Housing Privat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tuart Macpherson and Linda Wong (eds), Social Change and Social Policy in Contemporary China, Aldershot, England: Avebury, 1995, pp.113-39. 

PNS Lee, "The Changing Modes of Public Welfare Provision in Reform China." (in Chinese) in Peter Nan-shong Lee, Peter and Li Jiangtao, Toward Modern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1995, pp.137-157. 

PNS Lee, "China's Work Unit and Occupational Welfare during the Reform Era." (in Chinese), in Reform and Development, edited by Li Quanshi, Guangzhou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1995, pp.59-63. 

PNS Lee, "Reforming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in China." in Stuart Nagel and Mariam Mills (eds), Public Policy in China, New York: Greenwood, 1993, Chapter 3, pp.33-52. 

PNS Lee,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fter the Tienanmen Incident." in China Review 1992, edited by H.C. Kuan, Maurice Bousseau,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9.1 - 9.25. 

PNS Lee, "The Local Economic Autonomy in light of the 14th Party Congress of CCP." (In Chinese) in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Monthly, No.189, Dec 1992, pp.26-32. 

PNS Lee, "The Chinese Industrial Stat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From Totalitarianism to Corporatism." in Brantly Womack (ed)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New York: 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153-178. 

PNS Lee, "Bureaucratic Corruption during the Deng Xiaoping Era." Corruption and Reform, 5:1 (1990), pp.29-47. 

PNS Lee, "Deng Xiaoping and The 1989 Tiananmen Square Incident." in Peter Li and Marjori Li (eds), Politics and Culture: Anatomy of Tiananmen Square, New Brunswick, New Jersey: Transaction Books, 1990, pp.173. 

PNS Lee, "The State of the Corruption Problem in Hong Kong." Raul P. de Guzman, et al. (ed)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A Changing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Manila: EROPA Secretarial General, 1989, Chapter 10, pp. 115-20. 

PNS Lee, "Forty Years of Sino-Soviet Relations." (in Chinese)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Monthly, No.147 June 1989, pp.37-42. 

PNS Lee, "An Analysi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oli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iver Elegy." (In Chinese) Mirror Monthly, April 1989, No.4, pp.52-55 (Co-authored). 

PNS Lee, "Corrupt Phenomenon in China." (in Chinese) Corruption: An Exchange of Power for Money, Beijing: Zhengwan Chubanshe 1989, pp.6-19. PNS Lee, "The Direction of China Studies in U.S.A." (In Chinese), The Nineties, February 1989, No. 229, pp.80-82. 

PNS Lee, "The Remunerative System in State-owned Industrial Enterprises in Post-Mao China: Changes and Continuity 1977-1984." (Co-authored), Joseph C.H. Chai and Chi-keung Leung (ed.) China’s Economic Reforms,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87, pp.177-202. 

PNS Lee, "Political Reform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13th Party Congress of CCP." (In Chinese)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Monthly, Vol.11, No.9, (December 1987), pp.51-5. 

PNS Lee, "Analysis of the Economic Crimes of Chinese Civil Servants from the New Constitution." (in Chinese) in Weng Song Jan (Ed.) Collected Papers o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PRC,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1987, pp.175-95. 

PNS Lee, "The Rise of Two Power Centres in the Political Transition of Hong Kong." (In Chinese)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Monthly, August 1987, Vol.11, No.5, pp. 11-6. 

PNS Lee, "The Fresh Beginning of the Chinese Democratic Movement." (In Chinese)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Monthly, March 1987, Vol.10, No.12, pp. 17-20. 

PNS Lee, "Macro Industrial Management in China in A Policy-Making Perspective." (in Chinese) Ming-Po Monthly, (March 1987), pp.16-7. 

PNS Lee, "Dimensions of Hong Kong's Political System." (In Chinese) Wen-hsin Journal, No.106, (April 1987), pp.44-7, Reprinted in New Current, No.4, (1987) pp.16-7. 

PNS Lee, "Enterprise Autonomy Policy in Post-Mao China: A Case Study of Policy-making, 1978-83." The China Quarterly, No.105, March 1986, pp.45-71. 

PNS Lee, "The Formation and Change of the Enterprise Managerial System in China." (In Chinese) Chinese Style of Enterprise Management, Hong Kong: Universities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95, pp.26-44. 

PNS Lee, "Foreign Experts Run Chinese Enterprises." (In Chinese) The Nineties, October 1985, pp.74-7. PNS Lee, "Dialogues on Politics during the Journey to and from Paris." (In Chinese) Chung Pao Monthly, October 1985, pp.25-7. 

PNS Lee, "The Crime and Punishment of the Chinese Civil Servants." (In Chinese) Ming Pao Monthly, August 1984, pp.27-32. 

PNS Lee, "The Reelection of American President Reagan: Image and Platform." (In Chinese) The Nineties, December 1984, pp.22-4. 

PNS Lee, "Political Risk in the Self-rule of Hong Kong People." (In Chinese) Chung Pao Monthly, 1983, pp.41-5. 

PNS Lee, "The Ideal and Reality of Chinese New Constitution." (in Chinese) Chung Pao Monthly, Feb. 1983, pp. 8-10. 

PNS Lee, "On Two Systems in One Nation Country." (In Chinese) The Seventies, February 1983, pp.53-5. 

PNS Lee, "Give Us A Future - on the Lost Generation (in U.K.)." (in Chinese) The Seventies, March 1983, pp.57-61. 

PNS Lee, "The Dilemma Betwee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Effective Policy Making." (In Chinese) The Eighties, May 1982, pp.37-40. 

PNS Lee, "The Crisis and Change of the British Party Politics." (In Chinese) Chung Pao Monthly, Feb. 1982, pp.32-6. 

PNS Lee, "The Causes and Effects of Police Corruption: A Case in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In Rance P.L. Lee (ed.), Corruption and Its Control in Hong Kong,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1), Chapter 6, pp.167-98. 

PNS Lee, "The Sino-Soviet Dispute Re-examined." In Liao, K.S. (ed.), Modernization and Diplomacy of China, Hong Kong: Public Affairs Research Centre, CUHK, 1981, pp.29-24. 

PNS Lee, "The Modernization Programmes in the Three Poisonous Weeds." In Chan Edward K.Y. and Chin, Steve S.K. (ed.), Development and Change in China,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81), pp.31-54. 

PNS Lee, "The Revival of Pragmatic Alternatives in Post-Mao Era: The Case of Enterprise Autonomy Scheme, 1979-1980." (Occasional paper No.4), (Public Affairs Research Centr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81), 48 pp. 

PNS Lee, "On the Nation-Building Political Parties." (In Chinese) The Asian Monthly, July 1981, pp.14-16. 

PNS Lee, "Historical Evaluation in the China's Policy-Making." (In Chinese), Ming Pao Monthly, July 1981, pp.10-3. 

PNS Lee, "US' China Policy after Mr. Reagan's Inauguration." (In Chinese), Chung Pao Monthly, (January 1981), pp 34-5. 

PNS Lee, "Whether the Governor Would Become a Petty Dictator?" (In Chinese) Ming Pao Monthly, (November 1980), pp. 17-21. 
PNS Lee, "Ronald Reagan's Landslide Victory." (In Chinese), Ming Pao Monthly, (December 1980), pp.2-5. 

PNS Lee,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s and Sino-American Relations." (In Chinese), The Seventies, December 1980, pp.35-7. PNS Lee, "The Ending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In Chinese) Chung Pao Monthly, April 1980, pp.60-2. 

PNS Lee, "The Patterns and Causes of Police Corruption in Hong Kong." Hong Kong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Vol. 1, No.1, June 1979, pp.2-28. 

PNS Le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Mass-line Leadership in China, 1956-1966." Lee Ngok and Leung Chi-keung (eds.), China: Development and Challenge,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HKU, 1979), pp.101-28. 

PNS Lee,"Modernization and Managerial Power in China, 1956-66." Steve S.K. Chin (ed.), Modernization in China,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79, pp.71-89. 

PNS Lee, "The Restoration of Diploma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U.S.A. and China." (In Chinese) The Seventies, January 1979, pp.16-8. 

PNS Lee, "Settle Taiwan Question Peacefully - a Missing Link in US-China Relations." (In Chinese) The Seventies, August 1979, pp.44-7. 

PNS Lee, "The Issue of Legality and Democracy in the Fifth NPC of China." (In Chinese) Nan-Pei-Chi, (April 1978), pp.23-6. 

PNS Lee, "The Gang of Four: Radical Politics and Modernization in China." Steve S.K. Chin (ed.), The Gang of Four: First Essays after the Fall, Hong Kong: The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77, pp.69-106. 

中文研討會論文

李南雄、陳怡如，“幼兒教育改革之初探－成本分析與家長選擇”「幼兒教育與公共政策：從比較角度看台灣個案」，國立中正大學 公共政策及管理研究中心，民國九十二年六月七日、八日。

李南雄，“我國幼兒教育財政資源的分配與管理”「孩子的光明未來－國教政策論壇」，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民國九十一年十月五日。 

英文研討會論文
PNS Lee, "Reinventing China's Welfare State: Medical Care Insurance Reform in the 1990s." (co-authored), Paper Presented to the Workshop on Health Care in China: Changing Economy and Implications for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organized by Yale-China Association and held at Yale University on 6-9 July, 2001.
PNS Lee, "The Tale of Two Chinese Cities: Institutional Dependency of Residents in Shanghai and Guangzhou." to China Studies Forum sponsored by the Institute of Developing Economy IERTO in Tokyo on 28 February 2000. 

PNS Lee, "The Party System and Policy Making in China." (In Chinese), to a seminar co-sponsored by the Civil Service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Institute of Hong Kong SAR Government and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 Pacific Studies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5 January 1999). 

PNS Lee, "How Can the Hong Kong SAR Government Learn Managerial Know-How from the Business Sector? " (In Chinese) to Lions Club of Hong Kong Island, (27 November 1998). 

PNS Lee, "The Provision of Occupational Benefits in Chinese Industrial Enterprises: The State, Work Unit and Society." Paper presented to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Public Sector Management Reform in China, June 6-7, 1997, in Hong Kong. 

PNS Lee, "The Politics and Provision of Retirement Benefits in Reform China." A paper presented to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lderly Care, the Family and Human Values in 21st Century." sponsored by the Baptist University, the Division of Social Science and Humanity of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Chung-Chi College at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on 8-10 February 1996. 

PNS Lee, "Development of Human Resources in Guangzhou in the Perspective of Administrative Leadership Study of the West." (Paper in Chinese) presented to the Symposium on the Trans-century Uti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Human Resources in Guangzhou sponsored by Guangzhou Municipal Government on 11-15, September 1995 in Guangzhou. 

PNS Lee, "Privatizing Public Welfare: the China Case." (In Chinese) to the seminar sponsored by the Institute of Sociology, China's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on 15 August 1995 (morning) at Beijing. 

PNS Lee, "Approaches to Public Welfare Politics." (In Chinese) to the seminar sponsored by the Institute of Sociology, China's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on 15 August 1995 (afternoon) at Beijing. 

PNS Lee, "The Shifting Boundary between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Case of Public Welfare." To a seminar sponsored by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 at Baptist College on May 1995. 

PNS Lee, "Hong Kong and 1997.", to a seminar by the Ohio LEAD Program sponsored by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6 March 1995 in Hong Kong Bank, Central District. 

PNS Lee, "The Work Unit and Occupational Benefits in Reform China." (Paper in Chinese) to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stablishing and Perfecting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sponsored by the Guangzhou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on 3-6 July 1994, in Guangzhou. 

PNS Lee, "Changing Modes of Welfare Provision in Reform China." (Paper) t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naging Municipal Change jointly sponsored by China's Reform and Development Programme of (HKIAPS), CUHK, School of Public and Environmental Affairs, Indiana University, and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of Guangzhou Municipality on 8-9 June 1993 at CUHK and 11-12 June 1993 in Guangzhou. 

PNS Lee, "Democratization in Hong Kong, Taiwan and PRC." To a seminar for an American delegation of educators under the joint auspices of the Council 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Exchange, U.S.A. and the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Programme, CUHK on June 20, 1992, held at CUHK. 

PNS Lee, "The Three Polities: PRC, Taiwan and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Faculty Development Seminar jointly organized by Council 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Exchange and the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Programme at the CUHK on 24 November 1992. 

PNS Lee, "The Political Risks of Economic Refor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14th Party Congress of the CCP -- An Assessment of the Central-Local Relationship." (In Chinese) to the Symposium o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Tendencies and Responses after the 14th Party Congress of CCP sponsored by Institute for National Policy Research at Taipei on 13-14 November 1992. 

PNS Lee, "Hong Kong's Achievement in the Combat Against Corruption." (In Chinese), Seminar in Hong Kong Experience, Centre for Asian Pacific Studies, Lingnan College, on March 2, 1992. 

PNS Lee, "Informal Politics and Leadership Succession in Post-Mao China." Presented to "Informal Politics in East Asia: A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Paper), jointly sponsored by the Pacific Rim Research Progra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nd China's Reform and Development Programme, CUHK on 17-18 August, 1992 at CUHK. 

PNS Lee, "Informal Politics and Leadership Chang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aper), presented to the 44th conference of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at Washington D.C., U.S.A. on 2-5 April 1992. 

PNS Lee, "No Easy Passage to Democracy: Hong Kong, Taiwan and PRC." to a Seminar sponsored by the Universities Services Centre on 18 December 1991 at CUHK. 

PNS Lee, "Hong Kong 1997: Colonialism, Capitalism and Communism." A seminar jointedly sponsored by the Council 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Exchange and the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Programme at the CUHK on 26 November 1991. 

PNS Lee, "Hong Kong and Its Political Transition in View of 1997." A Seminar to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tudents in the Study Abroad Program on 4 September 1991 held at CUHK. 

PNS Lee, "China After the Tienanmen Incident." A Seminar for Luce Scholars Orientation Program, 1991 on 30 August 1991 held at CUHK. 

PNS Lee, "Hong Kong and 1997: The Political Dimension." A seminar for the Austrian Study Tour Party led by Dr. Clemens August Andrae on 24 May 1991 held at New Asia College, CUHK. 

PNS Lee, "The Structure and Operation of the Chinese Party-State." China Seminar For Directorate Officers of Hong Kong Government on 22 April 1991 held at Civil Service Training Centre, Hong Kong Government. 

PNS Lee, "Changing Balance of Public and Private Power: The Case of Housing Reform in Post-Mao China." on 12 March 1991 sponsored by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NS Lee, "The Reform of Retirement System in Post-Mao China." China Seminar sponsored by the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on 23 August 1990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PNS Lee, "Administering Public Welfare System in China." (Paper) presented to the 51st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at Los Angeles, U.S.A. on 7-11 April 1990. 

PNS Lee, "Administrative Leade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Paper, in Chinese), the Workshop on Leadership Study sponsored by the Association of Leadership Study and the Journal of Leadership Science on 4 August 1989 in Zhongzhou, Henan, PRC. 

PNS Lee, "The Evolution of Modern Personnel Management: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aper in Chinese) the Workshop sponsored by the same as indicated above on 3 August 1989 in Zhongzhou, Henan, PRC. 

PNS Lee, "China's Economic Reform: Historical Roots and Prospects." (In Chinese), All-China Seminar of Management and Reform of Enterprenuers Forum sponsored by th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ystem on 27 August 1988 at Lushan, Jiangxi Province. 

PNS Lee, "A Paragdim for the Study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Weberian and Post-Weberian Perspectives." (In Chinese: the keynote speech for the inauguration for the Workshop of the Teachers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Sponsored by the Ministry of Personnel, the PRC and School of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Guangdung Province, the PRC on 27 July 1988. 

PNS Lee, "China's Political Stability: An Assessment." (In Chinese), a Seminar Sponsored by the Research Institute of Technolog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s, the State Council, the PRC on 18 July 1988 at Beijing. 

PNS Lee, "Job Classification: A Comparative View." (In Chinese), the Seminar sponsored by the Bureau of Positions and Titles, The Ministry of Personnel, the PRC on 14 July 1988 held in Beijing. 

PNS Lee, "The Modern Civil Service Systems: The Evolution and Reforms." (In Chinese: three sessions), the Workshop sponsored by The School of Managerial Cadre in Machine Building, Beijing, PRC, 12-13 July 1988. 

PNS Lee, "Public Administration as A Discipline: Trends and Controversies." (In Chinese), Research Institut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People's University of China, on 9 July 1988. 

PNS Lee, "Traditional Values and Developments: Taiwan and Hong Kong Compared." The Seminar by the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e at Beijing, on 8 July 1988. 

PNS Lee, "On Administrative Modernization." (In Chinese), The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t Peking University on 27 June 1988. 

PNS Lee, "The Civil Service Reform in the Britain and Its Relevance to Hong Kong." A lecture delivered to the Class of Diploma of Management Studies (8) organized for the Hong Kong Civil Servants (EO rank or above) by the Faculty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on 12 March 1988 at the CUHK. 

PNS Lee, "Political System in Hong Kong." (In Chinese) to the Seminar for the middle-level officials of 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RC Organized by Chinese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on 12 September 1987 and 30 January 1988. 

PNS Lee, "The State of Corruption Problem in Hong Kong in the 1980s." (Paper) to the Conference of Eastern Regional Organization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held in Manila on 20-29 November 1987. 

PNS Le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Reform in the PRC." to the Luce Scholar Orientation Program on 4 September 1987 at New Asia College, CUHK. 

PNS Lee, "The Civil Service System in Hong Kong." (In Chinese) to a seminar for the corporate executives and managers organized by the Chinese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Peihua Educational Foundation on 30 September 1986 in Hong Kong. 

PNS Lee, "The Prospect of the Reform of Macro-Industrial Management in China."(Paper in Chinese) to the Symposium: Chinese Style of Management, sponsored by the Department of Marketing and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on 9-13 September 1986. 

PNS Lee, "Economic Reform and Macro-management in China (in Chinese), a lecture to the officials of the Machine-Building Ministry of the State Council." PRC, on 11 July 1986 in Beijing. 

PNS Lee, "University Management in the Perspective of Organization Theories." (In Chinese) a seminar held at the School of Managerial Cadre in the Machine-Building Ministry of the State Council, PRC, on 8 July 1986 in Beijing. 

PNS Lee, "The Policy-making Model: A Comparison of the East with the West." (In Chinese) public lecture sponsored by the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e People's University of China, on 4 July 1986. 

PNS Lee, "The Western Democracies Revisited." (In Chinese), a public lecture sponsored by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e People's University of China on 1 July 1986. 

PNS Lee, "Corrupt Behavior in Post-Mao China: Its Pattern, Causes and Control, 1979-1984." (Paper) in the 13th World Congres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in Paris on 13-19 July 1985. 

PNS Lee, "American Studies in Hong Kong, Why? Why Not? And How? " Paper presented to the Southeast Asian/Pacific American Studies Conference held in Manila on 17-19 September 1984. 

PNS Lee, "Recent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the PRC." A lecture delivered to the Luce Scholars Orientation Program, New Asia College, CUHK on 1 September 1984. 

PNS Lee, "Policy Making Process in the Mainland China." (In Chinese), a lecture presented to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IR) Public Lecture at Taipei on 27 July 1984. 

PNS Lee, "Enterprise Management Policy in the Mainland China." (In Chinese) to IIR Seminar at Taipei on 24 July 1984. 

PNS Lee, "The Economic Bureaucracy and Industrial Policy in Guangdong During the Post- Mao Era, 1979-1983." (Paper) to the Economic Bureaucracy Workshop at East-West Centre, Honolulu, Hawaii on 17-20 July 1984. 

PNS Lee, "The Formation and Change of China's Industrial Management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aper in Chinese) to the Conference on Chinese Style of Enterprise Management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on 20 June 1984. 

PNS Lee, "The Economic Crimes of Chinese Civil Servants in the Perspective of State Building." (Paper in Chinese) to the Conference on Law and State-building sponsored by the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Asian Studies,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on 30 September 1983. 

PNS Lee, "The Executive Branch of Hong Kong Government." and "The Legislative Branch of Hong Kong Government." (In Chinese) to the Exchange Programme betwee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Zhongshan University at Guangzhou, PRC on 13-18 May 1983 in Guangzhou. 

PNS Lee, "The Enterprise Management of Post-Leap period and Its Impact on the Current Economic Reform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aper) to the China Seminar, Centre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California on 13 November 1982. 

PNS Lee, "The Effects of Economic Reforms on Technology Management in the PRC." to the Seminar of Culture and Technology Programme, Research Policy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Lund, Sweden at University of Lund, Lund, Sweden on 7 June 1982. 

PNS Lee, "Public Administration for Development; the Recent Reform of the Civil Service on China." And "A Dilemma in China's Public Administration: Planning vs. Market Approach in Enterprise Management." to public lecture series, Public Administration Programme,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Theories and Institution, University of Liverpool at Liverpool on 11 April 1982. 

PNS Lee, "The Rise of Pragmatic Policy on Enterprise Management in China: From '70 Articles' to '30 Article's' to Seminar in the East Asian Studies at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on 25 February 1982. 

PNS Lee, "The State-Building and Industrial Modernization in China: Post-Mao Reorientation, 1975-1981." (Paper) to Public Affairs Research Centre (PARC) Seminar, at United College, Hong Kong, 28 August 1981. 

PNS Lee,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 in China." Public lecture (in Chinese) to Sir Robert Black College, 2 June 1981. PNS Lee, "Political Stability of Taiwan." (Consultancy Paper for Nomura Research International Co. Ltd., Jan. 1981, type-written 36 pp.). 

PNS Lee, "The Country Risks of Taiwan." (Consultancy Paper for Nomura Research International Co. Ltd., Sept. 1980, type-written: 25 pp.). PNS Lee, "Sino-American Relations After the 1980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Public Lecture (in Chinese) to the Forum on the "USA/USSR Confrontation for Three Decades." Hong Kong Polytechnic Student Unions, 24 November 1980. 

PNS Lee, "The Origin of Post-Mao Policy Reorientation: Modernization Programmes in Three Poisonous Weeds." (Paper) to the seminar on "Development and Change In China." Sponsored by the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n March 1980. 

PNS Lee, "China's Industrial Management: Some Recent Developments. " A public lecture (in Chinese) in Ivory Tower Lecture Series, in January 1980 of United College. 

PNS Lee,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PRC/USSR/USA Public lectures."(Four sessions, Two days) (in Chinese) sponsored by the First Ministry of Machine Building of State Council, PRC, 24-25 August 1979, in Beijing. 

PNS Lee, "Sino-Soviet Dispute Re-examined." (Paper) to the seminar on "China: Modernization and Diplomacy." Sponsored by PARC and International Asian Studies Programme (IASP),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t CUHK on December 1979. 

PNS Lee, "The Chinese Style of Workers" Participation: Its Evolution and Application, 1956-66."(Paper) to the Workshop on Law & Economy in PRC at Law School, Harvard University on 28-30 August 1978. 

PNS Lee, "Modernization and Managerial Power in China 1956-66." (Paper) in the Seminar on Modernization in China at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n November 1978. 

PNS Lee, "The 5th NPC &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Post-Mao China." (In Chinese) to the seminar on the 5th NPC of PRC, sponsored by the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n March 1978. 

PNS Lee, "Bureaucratic Corruption as an Informal Structure: The Case of the Royal Hong Kong Police Force."(Paper) to the 3rd meeting of IDRC Regional Project on Bureaucratic Behavior (Asia) at Singapore on 22-26 November 1977. 

PNS Le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Mass Line Leadership in China 1956-66." (Paper) to the 5th Leverhulme Conference: China, Development & Challenge at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on 12-17 December 1977. 

PNS Lee, "The Gang of Four: Radical Politics and Modernization." (Paper) to the Contemporary China Seminar at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on 21 May 1977 

其它 

PNS Lee, Book Review: Ya-ping Wang and Alan Murie, Housing Policy and Practice in China.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9) XII, 274 pp. Hardcover US$9.95 in 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 A Journal of Review of Scholarly Literature in Chinese Studies, Vol .7 , No.1, (Spring 2000), pp.233-239. 

PNS Lee, Book Review on Public Sector Reform in Hong Kong, edited by Jane C.Y. Lee and Anthony B. Li Cheung (eds.), China Review Internaitonal: A Journal of Reviews of Scholarly Literature in Chinese Studies, Spring 1997, Vol.4 No.1, pp.201-203. 

PNS Lee, Book Review: China's Economic Reform: Administering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Market Mechanism, edited by George Totten and Zhou Shuian. Westview Press, Boulder, 1993 XXXV, 258pp, preface, introduction, contributors US$30 (paperback),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33, (Jan 1995), pp.163-164. 

PNS Lee, Book Review: The Politics of Wage Policy in Post-Revolutionary China, by Akio Tokahara. Macmillan Press, London, 1992. XXXII, 257 pp., List of tables, List of figures, preface, abbreviations, chronology, notes and references, bibliography, index, ￡45.00 (hardcover)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32, (July 1994) pp.202-203. 

PNS Lee, Book Review: Jiaqi Yan, Toward a Democratic China: The Intellectual Autobiography of Yan Jiaqi, translated by David S.K. Hong and Denis C. Mair. Forward by Andrew Nathan, 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 A Journal of Reviews of Scholarly Literature in Chinese Studies, Vol 1, No.1, (Spring 1994), pp.290-2. 

PNS Lee, Book Review: Chinese Urban Reform: What Model Now? Edited by R. Yiu-wang Kwok, William L. Parish et.al. (New York: M.E. Sharpe Inc. 1990) in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Volume XXIX, No.2, 1993), pp.266-69. 

PNS Lee, Book Review: From Lathes to Looms: China's Industrial Polic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1979-1982 by Dorothy J. Soling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i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2, No.1 (February 1993), pp.155-6, forthcoming. 

PNS Lee, Book Review: David S.G. Goodman (Ed.), Groups and Politic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ew York: M.E. Shape, 1984, in Asian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Vol.9, No.2, (December 1987), pp.197-9. 

PNS Lee, Book Review: Chinese Industrial Society After Mao, (by Rosalie L. Tung), China Quarterly, June 1983, No.94, pp.374-6. 
PNS Lee, Book review: "No Easy Choic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Development Countries." (in Chinese) in John Nelson and Samuel Huntingtion (co-authored), The Journal of Chinese University, Vol. 5, No.1, 1979, pp.453-8. 

學術活動  

「從新公共管理探討教育券政策：我國幼兒券個案」，國科會研究計畫，民國92年8月到91年7月。（NSC92-2414-H-194-024）

「中國大陸改革期間提供醫療服務中使用者選擇機制」，國科會研究計畫，民國91年8月到92年8月。（NSC91-2414-H-194-023）

「中國大陸福利國家的再造」，國科會研究計畫，民國90年8月到91年7月。（NSC90-2420-H-194-003） 

PAGE  
22

